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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a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at the Central Politics School and Its Solution 

Wang Chen-che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rose in America as part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Western modernity to provid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ing politics.  It reflected an attempt to replace 
“irrational” politics with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administration.  This 
conceptual framework was embrace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wak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s a result, the Guomindang’s Central Politics 
School was reorganized into a regular university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officials.  The majority of the school’s graduates became pure civil servants 
who, however, had no ability to handle Chinese political reality.  Only a 
few of them were capable of developing effective modern Chinese statecraft 
by using indigenous resources. Modern Chinese statecraft, therefore, 
represents 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olitics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escape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scientize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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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有研究在述及勞動教養制度形成時，大都只簡要提到它出現於
1955 年下半年的肅反運動中，在 1957 年反右期間成為一項正式制度。
但這一說法僅是依照少數中共中央文件進行的簡單敘述，沒有回到勞教
形成時的政治情境與體制結構中進行考察。事實上，勞教最初並非為肅
反量身定制，而是公安部等部門為解決失業與被開除人員流落街頭問題
而動議設立的一項制度。隨著公安部長羅瑞卿進入中央肅反十人小組，
勞教被借用來處置肅反中清理出的「問題人員」。但由於 1956年年中政
治氣氛的緩和，勞教在推行上一度擱置。直到 1957年，借助反右帶來的
緊張氛圍，這項制度終於得到了大規模推廣。大躍進開始後，在「大幹
快上」的政治氣氛下，勞教的監督與制約機制趨於失效，民政部門逐漸
退出勞教管理，勞動教養的強制性越來越強，和勞動改造的區別日漸模
糊。勞教成為公安部門單獨控制下、無需正規審判程序的「二勞改」。
我們後來所熟悉的勞教制度的基本體制特徵，即由此成型。在此基礎上，
本文對政治運動與領導人意志在制度形成運作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延伸
分析。 

關鍵詞：勞動教養、政治運動、公安部門、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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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教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罪錯處罰體系中一項獨具特色的制度，它產生

於 1950 年代，2013 年被正式廢止。勞教不必經法院正式審判，其決定權掌握

在公安部門手中，故不應列入刑事處罰；但它能長時間限制被勞教者的人身自

由，在管理上曾和「勞動改造」非常相像（以至被稱為「二勞改」），懲罰力

度遠超過公安部門行政強制的應有範圍。勞教制度程序鬆散，在運作上較具隨

意性，收入對象無嚴格限制，從應受刑罰者到沒有真正犯罪者都可能被送去勞

教，其中以罪錯行為不夠正式判刑，但被認為存在社會危害者為主。它的收容

期限也有相當大的伸縮性。勞教和勞改常被混為一談，但兩者間實有本質差

別：勞改是處理「敵我矛盾」的手段，勞教則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

勞改是一種特殊的監獄制度（只是在管理方式上借鑑蘇聯，強調罪犯勞動與思

想改造，1994 年後勞改場改稱監獄），其法律定位明晰，為刑罰之一種。送

去勞改者一般要經過司法審判，有較明確的勞改期限。而勞教在法律定位上並

不清晰，處於刑事處罰與行政強制之間的模糊地帶，程序上較為隨意。此外，

勞改受蘇聯影響較大，而勞教則更具本土色彩，在蘇聯亦不易找到直接的對應

物。1 

關於勞教，學界已有非常豐富的研究，但這些研究多為法學界、社會學界

關於勞教之法律定位與社會後果的考察，而對一個基本問題—勞教的產生定

型過程，則少有學者進行深入探討。到目前為止，對勞教的形成，我們只有一

些零散而不準確的印象：最普遍的一種看法是，它最早出現於 1955 年的肅反

運動中，在 1957 年反右期間，國務院頒發〈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勞

教遂成為一項正式制度。2由此，許多人便認為，勞教是為政治清理而量身定

                                                           
1  蘇聯的刑罰體系更為完備，勞教的相關功能已基本被納入刑罰之內。中國大陸曾把蘇聯的一種

少年犯勞改制度翻譯為「勞動教養」，此勞教與大陸的勞教實際有很大差異。  
2  陳瑞華，〈勞動教養的歷史考察與反思〉，收入儲槐植等主編，《理性與秩序：中國勞動教養

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頁 1-32。趙秉志、楊誠主編，《中國勞動教養制度

的檢討與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崔敏，〈勞動教養的歷史、弊端

和出路〉，收入陳澤憲主編，《勞教制度的前世今生與後續改革》（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

社，2014），頁 151-166。Fu Hualing,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u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4 (December 2005), pp. 811-830. 

中國大陸勞動教養制度的形成與演變 

 -85- 

制的。3但這種依據中央文件下發時間而得出的論斷過於簡單化，其實際情況

遠為複雜。除政治清理說外，近年來，有少數學者注意到勞教與此前遊民改造

運動的聯繫。4不過，這些研究仍停留在對制度淵源、機構設置的概括梳理，

都未回到歷史現場，真正還原出勞教的具體形成過程。基於此，本文的前半部

分將回到 1955 到 1957 年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境中，重新梳理該制度的產生脈

絡。從中，我們不僅能對勞教的出現形成一個更清晰完整的認識，對政治運動

在制度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也會有更深的理解。 

除 1955 到 1957 年勞教的出現過程外，筆者還將考察「大躍進」及進行「國

民經濟調整」後（時段大致為 1958 到 1961 年間）勞教的進一步演變。1957

年〈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雖已公布，但勞教制

度事實上並未真正定型。隨著大躍進的開始，勞教的管理運作方式慢慢偏離了

國務院〈決定〉中的規定，逐漸成為公安部門控制下、無需正規審判程序的「二

勞改」，本文開頭所述勞教的各項制度特徵其實大多是在這一時期成型的。對

這一時期的勞教，學界研究同樣較少，目前專門性的研究只有李若建的一篇文

章。該文詳細梳理了大躍進期間勞教範圍過寬及勞教場所管理不善等等問題，

為我們理解這一時期的勞教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但該文在史實梳理上存在若干

瑕疵，且作者更多集中於對勞教被濫用問題本身的描述，而沒有深入制度執行

者的行為機制來進行考察，也就未能真正揭示這一時期勞教變化的深層體制成

因。5除此篇文章外，其他的研究基本都是在回溯勞教體制的演變過程時，順

                                                           
3  長期以來，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勞教是為政治需要而設的，見以下學者對美國勞教史研究的綜述：

Fu Hualing（傅華伶）,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u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 811-830; 
Aminda M. Smith, Thought Reform and China’s Dangerous Classes: Reeduc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Peopl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 在大陸，這一看法也很普遍，見百度百

科對「勞教教養」的解釋：http://baike.baidu.com/view/5088.htm （2016 年 4 月 29 日檢索）。 
4  阮清華，《上海遊民改造研究（1949-1958）》（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黃鴻山，〈「教

養兼施」的演進—兼論現代勞動教養制度的起源〉，《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研究：以晚清江南

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頁 173-212。Aminda M. Smith, Thought Reform and 
China’s Dangerous Classes: Reeduc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People. 

5  李若建，〈風起於青萍之末：「大躍進」時期的勞動教養與管制初探〉，《開放時代》，2013
年第 2 期，頁 13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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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若建，〈風起於青萍之末：「大躍進」時期的勞動教養與管制初探〉，《開放時代》，2013
年第 2 期，頁 137-155。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02 期 

 -86- 

帶提到這一時期的勞教，僅有對制度設計的概括描述，而缺少回到歷史情境的

深入研究。總之，對這一時期的勞教，我們尚有較大的研究拓展空間，本文對

此正可有所補足。除歷史認知方面的擴充外，筆者會著重分析為什麼勞教會很

快背離原初設計並出現「擴大化」問題？何以在中共中央著手調整後，仍無實

質變化？這或有助於我們認識文革前大陸體制運作的內在機理。 

一、從清理街頭到輔助肅反：勞教制度的出現 

1955 年 7 月初，中共中央下發〈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的指示〉（簡稱「七一指示」），開始在軍隊、政府、學校及群眾團體中進行

肅反運動。1955 年 8 月下旬中央下發〈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

分子的指示〉（簡稱「八二五指示」），文件中提出：為解決以往政治運動中

「清而不理」的問題，對肅反運動中清理出「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於繼續

留用」的人員可實施勞教。6這份文件常被視作勞教制度的起點。但實際上，

在下發此文件的一兩個月前，有關部門就已在考慮設立勞教了。 

1955 年 7 月 11 日，中共中央批轉下發了北京市委的一份報告，中央在批

示中說：「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流落在京的被清洗人員的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

很好，特發你們參考。中央原則上同意報告中所提的處理意見。各地應仿照北

京市委的做法，將已被清洗而生活尚無著落的人員，作一次調查分析，分別情

況予以處理，以使他們不再到處流浪，滋擾生奪。今後各地、各部門凡清洗開

除人員，必須建立一定的制度和審批手續，同時並對這些人員作追擊的處理，

不能以推出了事」，並提到「國務院現在正準備會同內務部、公安部、兩個教

育部和其他有關機關商定對清洗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開除的學生如何進行

定期考察和勞動教養的辦法，以便通知各地各部門依照執行。」7從中可見，

                                                           
6  〈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 年 8 月 25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

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冊 7，頁 146。 
7  〈中央批示〉（1955 年 7 月 11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

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5）》（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頁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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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二五指示」下發前，有關部門已在考慮施行勞動教養，對生活無著、流

浪街頭的被開除人員進行管束。 

而這些部門之所以有此動議，和此前北京市對被開除人員流落街頭問題的

調查密切相關。北京市的調查發現：全北京因被清洗開除、解僱、退職而流落

街頭的人員共有 4,436 人，這些人成為社會治安的嚴重隱患，其中一部分成為

野妓、騙子，還有一部分不斷在中央部門及外國使館門前哭鬧，「影響很壞」。

北京市委建議對這些人採取有效措施來進行管束，給出的處置意見之一是：對

那些夠不上逮捕法辦的流浪人員，「應由民政部門或勞動部門設立專門機構，

組織這些人員在自願原則下從事生產……給以生活出路，然後加以教育和改

造，並盡可能在生產所在地安家」。根據北京市的報告，國務院讓內務部（民

政部前身）、公安部等部門進行了商討，這些部門遂提出用勞動教養來解決被

開除人員流落街頭的問題。8 

至於北京市為何會進行這次調查，文件內未予說明。結合相關材料，這可

能和 1955 年 5 月上旬中南海門前出現的鬧訪事件有關。據楊尚昆（時任中共

中央辦公廳主任）5 月 9 日的日記記載，此前幾天，中南海前發生了連續的鬧

訪告狀事件，「南門打了窗子，西門紅牆上寫了標語。來訪者大概可以分為兩

類、六種情況，即：一類是吃飯問題，分為：失業、被減、舊的復員軍人、新

的復員軍人四種；二類為告狀，分為黨外、黨內兩種。」9此事受到了相關部

門的關注。北京市展開調查的時間正在此次鬧訪事件發生後不久（調查時間應

在 6 月中旬之前，因北京市的報告完成於 6 月 20 日），其調查對象又正好是

鬧訪事件的主角—流落北京街頭的失業人員，故兩者間應有直接聯繫。 

到此，我們可以基本確定：在「八二五指示」下發前，內務部、公安部等

部門已有關於勞教的構想。而相關部門有此動議，主要是受被開除人員流落北

                                                           
8  〈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流落在京的被清洗人員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向中央的報告〉（1955 年 6 月 20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5）》，

頁 446-449。 
9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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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提到這一時期的勞教，僅有對制度設計的概括描述，而缺少回到歷史情境的

深入研究。總之，對這一時期的勞教，我們尚有較大的研究拓展空間，本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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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變化？這或有助於我們認識文革前大陸體制運作的內在機理。 

一、從清理街頭到輔助肅反：勞教制度的出現 

1955 年 7 月初，中共中央下發〈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的指示〉（簡稱「七一指示」），開始在軍隊、政府、學校及群眾團體中進行

肅反運動。1955 年 8 月下旬中央下發〈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

分子的指示〉（簡稱「八二五指示」），文件中提出：為解決以往政治運動中

「清而不理」的問題，對肅反運動中清理出「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於繼續

留用」的人員可實施勞教。6這份文件常被視作勞教制度的起點。但實際上，

在下發此文件的一兩個月前，有關部門就已在考慮設立勞教了。 

1955 年 7 月 11 日，中共中央批轉下發了北京市委的一份報告，中央在批

示中說：「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流落在京的被清洗人員的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

很好，特發你們參考。中央原則上同意報告中所提的處理意見。各地應仿照北

京市委的做法，將已被清洗而生活尚無著落的人員，作一次調查分析，分別情

況予以處理，以使他們不再到處流浪，滋擾生奪。今後各地、各部門凡清洗開

除人員，必須建立一定的制度和審批手續，同時並對這些人員作追擊的處理，

不能以推出了事」，並提到「國務院現在正準備會同內務部、公安部、兩個教

育部和其他有關機關商定對清洗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開除的學生如何進行

定期考察和勞動教養的辦法，以便通知各地各部門依照執行。」7從中可見，

                                                           
6  〈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 年 8 月 25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

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冊 7，頁 146。 
7  〈中央批示〉（1955 年 7 月 11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

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5）》（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頁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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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除人員流落街頭的問題。8 

至於北京市為何會進行這次調查，文件內未予說明。結合相關材料，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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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辦公廳主任）5 月 9 日的日記記載，此前幾天，中南海前發生了連續的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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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復員軍人四種；二類為告狀，分為黨外、黨內兩種。」9此事受到了相關部

門的關注。北京市展開調查的時間正在此次鬧訪事件發生後不久（調查時間應

在 6 月中旬之前，因北京市的報告完成於 6 月 20 日），其調查對象又正好是

鬧訪事件的主角—流落北京街頭的失業人員，故兩者間應有直接聯繫。 

到此，我們可以基本確定：在「八二五指示」下發前，內務部、公安部等

部門已有關於勞教的構想。而相關部門有此動議，主要是受被開除人員流落北

                                                           
8  〈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流落在京的被清洗人員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向中央的報告〉（1955 年 6 月 20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5）》，

頁 446-449。 
9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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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街頭、造成不好社會影響這一問題的觸發。在很大程度上，勞教實際是此前

遊民管理體制的延伸。先來看「勞動教養」這一名稱。1949 年後，中共展開

了對遊民乞丐、妓女、小偷小摸等各類社會邊緣群體的大規模收容改造，各地

設立了大量收容機構。10在北京，收容改造妓女的機構被稱為婦女生產教養

院，由於北京的妓女改造被作為樣板向全國推廣，11很多地方遂仿效北京，把

收容救濟乞丐、遊民、妓女及老弱病殘的機構統稱為生產教養院。初期，這類

機構沒有統一歸屬，有些歸公安部門管理，有些由民政部門負責。1951 年後，

此類機構統一改由內務部及各地民政部門管理，形成民政工作中「城市救濟」

下的一項專門業務—「生產教養」（除「生產教養院」外，這類機構也有別

的名稱，如上海等地即叫作「勞動教養所」。需強調的是，1950 年代初的這

些「勞動教養所」實際是「生產教養」的一部分，與後來的「勞動教養」名同

實異）。到 1953 年，全國正式的生產教養機構達到 920 所，12已覆蓋全國多

數地區。 

不管是北京市提出的處置建議，還是內務部、公安部決議設立的「勞動教

養」，其制度靈感無疑都來自此處，所以制度設計者會要求主管「生產教養」

的內務部來抓辦勞教。且在一段時間內，「勞動教養」實際是和「生產教養處

分」通用的，比如陸定一在 1955 年 8 月的一次肅反會議上，就把生產教養和

勞動教養等同起來。13制度設計者的考慮似乎是這樣的：這種收容在性質上和

乞丐收容類似，但又要專門區別出來，顯示其處罰力比一般的「生產教養」重。

                                                           
10  這些收容機構很多是從舊有的救濟機構—救濟院、教養院改設而來，它們並不只收容遊民、

妓女、小偷，也收容老弱病殘。此外，也有一些收容機構的收容對象是「散兵游勇」、被清理

出來的「舊人員」及其他各類「階級敵人」。 
11  當時《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台對此事有大規模宣傳，1950 年初，赴北京參加中央內務部會

議的各省民政廳長又集體參觀了婦女生產教養院。〈各省民政廳廳長參觀婦女教養院〉，《人

民日報》，1950 年 1 月 22 日，第 4 版。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大事記編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大事記（1949-1986）》（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頁 44。 
13  〈陸定一在十八個省市兩個直轄黨委和總政治部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的報告記錄〉（1955 年 8

月 4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http://ccrd.usc.cuhk.edu.hk/（以下略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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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妨把處置犯人的「勞動改造」14和「生產教養」兩個詞聯繫起來，合成

「勞動教養」，以包含遊民改造與犯人勞改兩種意向。 

事實上，有關部門早想在舊有的「生產教養」體系外建立一套更有效的遊

民管理體制。中共建政之初的遊民改造運動雖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並未根除遊

民問題，加上不斷有各類「政治問題人員」被清理出「階級隊伍」，這些人往

往生活無著、被迫流落街頭，故城市的無業閒散人員仍有相當大的數量。對政

府來說，他們於政治、治安都是不小的隱患。而民政部門領導下、強制力有限

的「生產教養」並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特別是在 1953 年年中，由於大

規模建設的鋪開，各大城市出現了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中共中央要求各部門

配合壓縮城市用糧，擠壓城市遊民因而成為一項更為急迫的問題。故此，從

1954 年開始，公安部門即準備採取更有力的手段來解決此一問題—在是年

年中的第六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公安部長羅瑞卿提出要做一次大的遊民清理運

動，把社會閒散人員都集中到適當地區進行勞動生產改造，以徹底解決大城市

和國防、工業地帶的遊民問題。到 1954 年底，伴隨對「資產階級唯心思想」

的批判，政治氛圍開始轉向嚴峻；受此影響，公安部開始進一步收緊對各類社

會問題人員（殘餘反革命、犯罪分子、城市遊民等）的管控網，內務部也準備

加強遊民改造工作。由此可見，在勞教制度出現前，相關部門就已在著手採取

更有力的手段來處理城市遊民問題。 

若回到 1955 年 5、6 月的歷史情境中，我們看到：在 1955 年 5 月，針對

反革命和各類犯罪分子的「第二次社會鎮反運動」已經開始，政治氣氛已然緊

繃；在這種氛圍下，上訪人員擾亂中南海秩序的事件自然會受到當局特別的重

視。而在 1955 年 6 月，中共中央已明確要對全體幹部、知識分子進行一場大

                                                           
14  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在東北一些地區建起勞改隊，組織一定刑期內（一般是五年以下、兩年以

上）的犯人參加強制勞動，以減少管理成本並解決監獄擁擠問題。之後這一辦法又逐漸推廣到

中共佔領的其他地區。不過，在 1951 年前，「勞動改造」仍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把人集中

起來進行強制勞動、以實現改造的，都叫勞動改造，故有些地方把遊民送勞動大隊也稱為送去

勞動改造。直到 1951 年 5 月，中共中央批發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關於組織全國犯人勞動改造

問題的決議〉，勞動改造才成為一項專門用於處理犯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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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這些收容機構很多是從舊有的救濟機構—救濟院、教養院改設而來，它們並不只收容遊民、

妓女、小偷，也收容老弱病殘。此外，也有一些收容機構的收容對象是「散兵游勇」、被清理

出來的「舊人員」及其他各類「階級敵人」。 
11  當時《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台對此事有大規模宣傳，1950 年初，赴北京參加中央內務部會

議的各省民政廳長又集體參觀了婦女生產教養院。〈各省民政廳廳長參觀婦女教養院〉，《人

民日報》，1950 年 1 月 22 日，第 4 版。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大事記編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大事記（1949-1986）》（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頁 44。 
13  〈陸定一在十八個省市兩個直轄黨委和總政治部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的報告記錄〉（1955 年 8

月 4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http://ccrd.usc.cuhk.edu.hk/（以下略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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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妨把處置犯人的「勞動改造」14和「生產教養」兩個詞聯繫起來，合成

「勞動教養」，以包含遊民改造與犯人勞改兩種意向。 

事實上，有關部門早想在舊有的「生產教養」體系外建立一套更有效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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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在東北一些地區建起勞改隊，組織一定刑期內（一般是五年以下、兩年以

上）的犯人參加強制勞動，以減少管理成本並解決監獄擁擠問題。之後這一辦法又逐漸推廣到

中共佔領的其他地區。不過，在 1951 年前，「勞動改造」仍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把人集中

起來進行強制勞動、以實現改造的，都叫勞動改造，故有些地方把遊民送勞動大隊也稱為送去

勞動改造。直到 1951 年 5 月，中共中央批發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關於組織全國犯人勞動改造

問題的決議〉，勞動改造才成為一項專門用於處理犯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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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清理運動，15故可預期會有更多的被開除人員出現，如不管束，鬧訪事

件可能更趨普遍。 

這些因素加總起來，便促使相關部門提出設立一項比舊有遊民管理制度更

具強制性的「勞動教養」，來處置被清洗、開除的各類人員。  

那麼，這樣一個因失業、被開除人員流落街頭問題而設立的制度是如何被

「嫁接」到肅反上的？肅反運動的目的是清除內部人員（全體幹部和知識分子）

中的問題分子，在 1955 年 6 月，中共中央就已明確指示要進行這樣一場運動。

也就是說，在內務部、公安部等部門最初籌設勞教時，肅反運動已在緊密籌備

中。但需強調的是：第一，從前文可知，即使沒有肅反，勞教制度很可能也會

出現。第二，在肅反運動早期的設計中，實際並未涉及勞教—在 1955 年 6

月，肅反的主要設計者是毛澤東和陸定一（中宣部部長），運動的第一個指導

性文件「七一指示」是由陸定一起草完成的（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進行了

若干修訂）。16陸定一是宣傳部門的領導，於處置反革命分子的具體辦法考慮

不多，因此「七一指示」只是簡單提及：應行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交公安部門處

置，其他反革命嫌疑分子列入審幹工作。17 

把勞教引入肅反的關鍵人物應為公安部長羅瑞卿。羅於 7 月初被任命為中

央肅反十人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是陸定一），開始在肅反的決策與執行中扮

演關鍵角色。而他當時也參與勞教的制定，故應是根據他的建議，勞教制度才

被順勢「借調」來輔助肅反的開展。從實用的角度來看，勞教對推進肅反無疑

很有益處：此前的政治運動中，對那些既夠不上逮捕、也不好留用的問題人員，

                                                           
15  〈對中央關於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1955 年 6 月 3 日），收入中共中

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冊 5，頁 148-149。 
16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卷 2，頁 39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

獻出版社，2008），冊 7，頁 236-239。 
17  〈中央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 年 7 月），收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

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出版資訊不詳，1986），冊 21，
頁 45-49。按：審幹係通過查閱檔案等方式來審查黨政幹部，可上溯到延安時期。1953 年底中

共中央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審幹運動，此後，審幹成為組織與人事部門針對內部人員的一

種常規審查清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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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在處置上一直存在困難。按規定，對被清理的公職人員只有刑事、行政兩

種處置方式。行政處分最高為開除，但因擔心被開除者生計無著、流浪社會，

中共中央規定應儘量避免開除。18而刑事處分中最輕一級的管制勞役，主要是

由基層機關甚至群眾組織來分散執行，不好控制，且處罰力度不足。故對那些

罪行不大的問題人員，官方其實缺少有力的手段來進行處理（當然在正規的刑

事、行政處分外，也存在諸如收容改造、遣送回鄉一類的強制辦法，但這些處

置方式多屬臨時性措施，效果並不好），亦即「八二五指示」中所稱的「清而

不理」，而在刑事與行政處分之間設置勞教這樣一種制度，便正能解決此一問

題。同時，勞教從「生產教養」中繼承的「安置」、「保障生活」色彩亦能顯

示政府的寬大，可謂一舉兩得。 

無論如何，至遲在 1955 年 8 月初，中央肅反十人小組已在全國肅反會議

上要求各省肅反負責人籌備設立勞教了。19而到「八二五指示」（該文件由陸

定一、羅瑞卿共同主持起草，是肅反運動的第二份指導性文件）中，勞教便正

式成為處置「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於繼續留用」者的主要方式之一。 

二、推而未廣：反右前勞教機構的建設情況 

在「八二五指示」下發後，中央肅反十人小組及公安部又採取了一系列措

施來推動勞教機構的設立：1955 年 9 月初公安部組織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改

會議，就把「盡速組織勞動教養所」當作一項重要議題，要求各地著手籌建勞

動教養所，規定在 1956 年應能達到 12 萬人的勞教收容規模。201955 年 12 月

的第七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羅瑞卿又提出：「預計全國需要勞動教養的分子有

                                                           
18  韓延龍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通史（1949-1995）（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頁 166。 
19  〈陸定一在十八個省市兩個直轄黨委和總政治部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的報告記錄〉（1955 年 8

月 4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20  公安部黨組，〈公安部黨組關於第三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情況的報告〉（1955 年 10 月 27 日），

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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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清理運動，15故可預期會有更多的被開除人員出現，如不管束，鬧訪事

件可能更趨普遍。 

這些因素加總起來，便促使相關部門提出設立一項比舊有遊民管理制度更

具強制性的「勞動教養」，來處置被清洗、開除的各類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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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需強調的是：第一，從前文可知，即使沒有肅反，勞教制度很可能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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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因此「七一指示」只是簡單提及：應行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交公安部門處

置，其他反革命嫌疑分子列入審幹工作。17 

把勞教引入肅反的關鍵人物應為公安部長羅瑞卿。羅於 7 月初被任命為中

央肅反十人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是陸定一），開始在肅反的決策與執行中扮

演關鍵角色。而他當時也參與勞教的制定，故應是根據他的建議，勞教制度才

被順勢「借調」來輔助肅反的開展。從實用的角度來看，勞教對推進肅反無疑

很有益處：此前的政治運動中，對那些既夠不上逮捕、也不好留用的問題人員，

                                                           
15  〈對中央關於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1955 年 6 月 3 日），收入中共中

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冊 5，頁 148-149。 
16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卷 2，頁 39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

獻出版社，2008），冊 7，頁 236-239。 
17  〈中央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 年 7 月），收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

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出版資訊不詳，1986），冊 21，
頁 45-49。按：審幹係通過查閱檔案等方式來審查黨政幹部，可上溯到延安時期。1953 年底中

共中央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審幹運動，此後，審幹成為組織與人事部門針對內部人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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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而未廣：反右前勞教機構的建設情況 

在「八二五指示」下發後，中央肅反十人小組及公安部又採取了一系列措

施來推動勞教機構的設立：1955 年 9 月初公安部組織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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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七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羅瑞卿又提出：「預計全國需要勞動教養的分子有

                                                           
18  韓延龍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通史（1949-1995）（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頁 166。 
19  〈陸定一在十八個省市兩個直轄黨委和總政治部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的報告記錄〉（1955 年 8

月 4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20  公安部黨組，〈公安部黨組關於第三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情況的報告〉（1955 年 10 月 27 日），

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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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萬人」，21要求「各地應當及早進行工作，不要等待，以免誤事。」221956

年 1 月 10 日，在第七次公安會議決議的基礎上，中央下發〈關於各省市應立

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23這可能是第一個專門針對勞教而下發的中央

文件。 

一些研究者非常重視該文件，把它視作勞教發展的重要一環；但實際上，

此文件下發後，勞教場所並未能真正普遍建立起來。通過對地方志材料的梳

理，我們看到：在 1957 年 8 月〈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頒布前，

多數省分只有一處專門的勞教場，有一些地方甚至一處都沒有（見表 1）。 

此處需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來理解勞教推動疲軟的原因。設立勞教雖見

諸中央文件，但恐怕並未受到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真正關注。毛澤

東對肅反運動的整體籌劃部署，大致在 1955 年 6、7 月間即已完成；而在「八

二五指示」下發後，他的主要注意力其實已轉移到農業合作化。24所以，勞教

實際是在最高領袖對肅反的關注程度下降後才被納入運動的，恐怕不會引起毛

澤東太多的關注。在這一時期，中共中央除轉批中央十人小組籌設勞教的相關

建議外，似乎沒有更有力的推動措施，於此有兩點證據：一是 1955 年到 1957

年 7 月中旬的《人民日報》基本未提過勞教。二是各省的政報、公報以及公安

部、內務部的內部通訊上均未見有關勞教的內容。這和 1957 年 8 月勞教〈決

定〉頒布後的情形迥然不同。 

                                                           
21  〈羅瑞卿同志在第七次全國公安會議上關於「第六次全國公安會議以來的主要工作情況和一九

五六年全國公安工作計劃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1955 年 12 月 16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

史數據庫。 
22  〈羅瑞卿在第七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的總結〉（1955 年 12 月 23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

據庫。 
23  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1956 年 1 月 10 日），收入最高

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2），
頁 36-37、287。 

24  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卷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5、6 收錄的 1955 年下半

年到 1956 年初毛澤東所作的各類批示。同時參考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

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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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55 到 1961 年各地所設勞教場所數量統計 

地區 
1957年 8月國務院
「決定」頒布前曾
設勞教場數 

1957年 8月到 1958
年底的勞教場數 

1961年大躍進結束
前最多時曾有勞教
場數 

北京 0 1  
天津 1 3 4 

河北 7 7  
河南 1 5+  

內蒙古 1  15+ 
遼寧 0 5 74 
吉林 1 5 5 

黑龍江 0 7 23 
江蘇 1 7  
浙江 1  23+ 
安徽 1 6  
江西 1 3  
山東 1 2  
上海 0 6 11 
湖北 1   
湖南 1 151  
廣東 12 70 200 
廣西 1 3  
四川 3 13  
貴州 1   
雲南 3 22 22 
陝西 2 13+7（代管） 24 

甘肅 12 12 19 
青海 1   
寧夏 1   
新疆 1 4  

說明：（1）上述統計存在兩點問題：一是地方志質量參差不齊，部分志內存在抵觸錯漏。二是1957年8
月前，部分勞教人員是被送到一些臨時機構或其他部門的農場進行勞教的，這些收容機構多未

納入統計；而1957年8月後，許多勞改農場也兼收勞教人員，這些兼收的勞改場有些未納入統計。

但總體上，此表還是可以反映各地勞教場所之設立情況。（2）山西、福建兩省缺少1957年8月
前的勞教機構數，故未列入表中。 

資料來源：各地方志，詳見文後徵引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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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萬人」，21要求「各地應當及早進行工作，不要等待，以免誤事。」22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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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卷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5、6 收錄的 1955 年下半

年到 1956 年初毛澤東所作的各類批示。同時參考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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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55 到 1961 年各地所設勞教場所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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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部分勞教人員是被送到一些臨時機構或其他部門的農場進行勞教的，這些收容機構多未

納入統計；而1957年8月後，許多勞改農場也兼收勞教人員，這些兼收的勞改場有些未納入統計。

但總體上，此表還是可以反映各地勞教場所之設立情況。（2）山西、福建兩省缺少1957年8月
前的勞教機構數，故未列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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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 1955 年的秋冬，雖然中央沒有更多的推動，但亦未釋放政治緩

和的信號，因此各地的黨政領導仍較重視與肅反相關的指示，多數地方還是比

較快地給出了勞教機構的籌設計畫。而到 1956 年年中，在第一批勞教場所建

起後，整體政治氛圍已非常不適合勞教的進一步擴大：1955 年底掀起社會主

義發展高潮後，中央的主要政策導向已非清除反革命，而是動員各方力量、掀

起經濟建設大潮。特別是隨著 1956 年初全國知識分子會議的召開及蘇共二十

大內容的傳來，整體政治風向進一步轉向緩和。在 1956 年 4 月後，中共中央

相繼在文化方面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統戰方面提出「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並嘗試在現有制度基礎上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重視法制、尊重知

識分子的氣氛逐漸取代此前的肅殺氛圍，肅反開始整體收緩。25在這種大環境

下，作為肅反的一部分，興辦勞教也隨之受到影響。 

中央肅反十人小組於推動勞教上明顯變得越來越謹慎。在 1956 年 3 月的

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羅瑞卿說，對勞教「公安部正起草一個文件，將來

呈報人代大會常委會作出決定」，但隨之講這將「不登報」。26到 1956 年底，

羅瑞卿雖仍堅持勞教要繼續辦，然已鬆口說「不一定每個省都搞勞動教養，有

別的辦法安置改造的可以不搞。」27而此前一直準備制定的勞教文件，在反右

開始前也遲遲未見進展。 

同時，隨著中心任務的轉移，地方黨政領導對肅反工作的重視程度普遍降

低，28對肅反中非常細節的勞教問題，自然更不會投入太多關注。沒有地方黨

                                                           
25  參見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

頁 3、213-301。 
26  〈羅瑞卿在三月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的總結〉（1956 年 4 月 5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

數據庫。 
27  〈公安部長羅瑞卿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五人小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

（1956 年 11 月 27 日），收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

編》，頁 34。 
28  羅瑞卿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的全國肅反會議上，就批評說：「（黨委）書記換成了副書記，副

書記換成了部長，部長的屁股似乎也有坐不穩的危險……有些領導人實際上沒有管事，開會派

代表，出席帶顧問，掛帥不出馬，虛線領導。」〈羅瑞卿同志在各省、市、中央直屬機關、中

央國家機關和軍事系統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上的報告〉（1956 年 1 月 30 日），轉引自郭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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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領導的有力支持，勞教機構很難大規模地興建。因為勞教場所不能憑空而

起，這需要調撥管理人員、分配場地、劃撥經費，而它們都是很複雜的問題，

涉及多方面的利益，一兩個部門很難獨立推動，必須得到地方黨政領導比較得

力的支持，才能調動足夠的資源、克服實際操作中面臨的種種困難。 

具體來說，於財政來源方面，勞教機構的建設、管理費用基本都來自地方

預算（一般會劃歸勞改預算）。29在 1955 年底、1956 年初，由於肅反在整體

工作中的重要位置，財政部門對給勞教撥款還較為熱心。30但到 1956 年年中，

國務院開始調整經濟政策，為此前經濟建設上的過熱現象降溫（「反冒進」），

在壓縮基建投資的政策導向下，政治重要性大大下降的勞教建設便難再獲得足

夠的財政支持。以天津為例，天津市 1956 年撥給勞改系統的生產性投資為 452

萬元（其中 301 萬給了勞教農場），但到 1957 年只撥了 90 萬，這顯然不夠再

建大型的勞教場。31 

在場所的實際建設方面，在 1955、1956 年，這一工作基本是由各地的公

安部門推動。勞教場的設立方法，一種是新建，另一種是由其他農場（主要是

勞改農場）轉辦，而無論哪一種都面臨很多困難。若是新建，一則在建設上非

常困難，二則在獲取場地上需與其他地方的黨政部門進行協調。如果是從其他

農場轉置，則面臨如何突破部門本位的問題。不只是從其他部門抽調農場面臨

協調上的困難，就是在公安系統內把勞改農場（1951 到 1983 年間，勞改場由

                                                                                                                                                         
〈1955 年-1959 年肅反運動的幾個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論文，2012），
頁 28。 

29  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1956 年 1 月 10 日），收入最高

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287。此外，按規定，勞

教人員的原單位應將勞教人員原工資的 70%撥給勞教場，但很難執行，見〈羅瑞卿在十五個省、

市委，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黨委，總政治部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上的總結紀要〉（1956
年 3 月 26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30  1955 年 11 月 30 日，內務部、公安部、財政部下發〈關於編制勞動教養計劃中的若干問題的通

知〉，12 月 16 日又下發〈關於編造 1956 年勞動教養各項計劃和財務預算的若干意見〉，見鄭

學群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改勞教大事記（1949.10-1991.12）》（長春：吉林省新聞出版

局，1992），頁 24。 
31  天津巿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勞改勞教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頁 51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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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 1955 年的秋冬，雖然中央沒有更多的推動，但亦未釋放政治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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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快地給出了勞教機構的籌設計畫。而到 1956 年年中，在第一批勞教場所建

起後，整體政治氛圍已非常不適合勞教的進一步擴大：1955 年底掀起社會主

義發展高潮後，中央的主要政策導向已非清除反革命，而是動員各方力量、掀

起經濟建設大潮。特別是隨著 1956 年初全國知識分子會議的召開及蘇共二十

大內容的傳來，整體政治風向進一步轉向緩和。在 1956 年 4 月後，中共中央

相繼在文化方面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統戰方面提出「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並嘗試在現有制度基礎上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重視法制、尊重知

識分子的氣氛逐漸取代此前的肅殺氛圍，肅反開始整體收緩。25在這種大環境

下，作為肅反的一部分，興辦勞教也隨之受到影響。 

中央肅反十人小組於推動勞教上明顯變得越來越謹慎。在 1956 年 3 月的

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羅瑞卿說，對勞教「公安部正起草一個文件，將來

呈報人代大會常委會作出決定」，但隨之講這將「不登報」。26到 1956 年底，

羅瑞卿雖仍堅持勞教要繼續辦，然已鬆口說「不一定每個省都搞勞動教養，有

別的辦法安置改造的可以不搞。」27而此前一直準備制定的勞教文件，在反右

開始前也遲遲未見進展。 

同時，隨著中心任務的轉移，地方黨政領導對肅反工作的重視程度普遍降

低，28對肅反中非常細節的勞教問題，自然更不會投入太多關注。沒有地方黨

                                                           
25  參見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

頁 3、213-301。 
26  〈羅瑞卿在三月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的總結〉（1956 年 4 月 5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

數據庫。 
27  〈公安部長羅瑞卿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五人小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

（1956 年 11 月 27 日），收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

編》，頁 34。 
28  羅瑞卿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的全國肅反會議上，就批評說：「（黨委）書記換成了副書記，副

書記換成了部長，部長的屁股似乎也有坐不穩的危險……有些領導人實際上沒有管事，開會派

代表，出席帶顧問，掛帥不出馬，虛線領導。」〈羅瑞卿同志在各省、市、中央直屬機關、中

央國家機關和軍事系統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上的報告〉（1956 年 1 月 30 日），轉引自郭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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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領導的有力支持，勞教機構很難大規模地興建。因為勞教場所不能憑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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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1959 年肅反運動的幾個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論文，2012），
頁 28。 

29  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1956 年 1 月 10 日），收入最高

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287。此外，按規定，勞

教人員的原單位應將勞教人員原工資的 70%撥給勞教場，但很難執行，見〈羅瑞卿在十五個省、

市委，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黨委，總政治部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上的總結紀要〉（1956
年 3 月 26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30  1955 年 11 月 30 日，內務部、公安部、財政部下發〈關於編制勞動教養計劃中的若干問題的通

知〉，12 月 16 日又下發〈關於編造 1956 年勞動教養各項計劃和財務預算的若干意見〉，見鄭

學群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改勞教大事記（1949.10-1991.12）》（長春：吉林省新聞出版

局，1992），頁 24。 
31  天津巿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勞改勞教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頁 51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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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勞改生產，同時，在 1956 年的政治氛圍中，勞改場所在管理犯人時不注意

政策的問題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勞改部門正面臨整改壓力。32這種情況下，勞

改部門對轉辦勞教農場的積極性顯然不會很高。 

另一個要考慮的因素是，到 1956 年下半年，真正需進行集中勞教的人員

已不多。1955 年 12 月，羅瑞卿預計運動中會有 60 萬人接受勞教。但實際上，

由於 1956 年年初開始的肅反甄別複查，許多「問題人員」受到「寬大處理」，33

勞教人數被壓縮了很多，到 1956 年底，全國需要勞教的人員可能僅有一萬人

上下。34此外，各地在執行勞教上千差萬別，有些被判勞教的人員其實是送去

了民政收容機構或留在原單位，並未真正送入專門的勞教場所。這樣，實際也

無需大建勞教所。 

總之，由於政治上重要性的下降，各地的勞教籌建部門難以調動足夠的建

設資源、突破部門間的協調困難，再加上需勞教人數已不多，因此各地在勞教

建設上明顯缺少積極性，多數地方更願「等著別的地方搞」，35一些省分甚至

停辦了已建好的勞教場所。36可以說，1955 年到 1957 年上半年的勞教建設是

還沒做好準備，就失去了足夠的動力。 

                                                           
32  鄭學群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改勞教大事記（1949.10-1991.12）》，頁 25-30。另參考《人

民公安》這一時期的相關文章。 
33  比如作家杜高在胡風案中受到牽連，1956 年 3 月，文化部五人領導小組作出對杜高進行勞教處

分的批示，但到當年 10 月，杜高即恢復了自由。李輝編，《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本》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頁 23、24。 
34  〈中央十人小組關於肅反運動的當前情況和一九五七年的工作向中央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7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35  羅瑞卿在 1956 年 11 月的肅反會議上動員說「不能大家都等著別的地方搞，那樣就沒有一個地

方搞了」。〈公安部長羅瑞卿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五人小組會議上

的總結發言〉（1956 年 11 月 27 日），收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

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34。 
36  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司法行政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頁 180。內蒙古自治區司法廳編，《內蒙古自治區志‧司法行政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頁 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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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右與勞教制度的真正確立 

但反右開始後，局勢發生了變化，之前推動乏力的勞教制度突然間又受到

了各級黨政部門的高度重視。  

需說明的是，在 1956 年下半年和 1957 年上半年，雖然勞教建設整體上缺

少強有力的推動，但還是有一些力量在支撐著這一制度的存續。最有力的支持

來自公安部門。如前所述，從 1954 年起，公安部、內務部就一直想在舊有的

「生產教養」外建立一套更有效的遊民管理體制，這也是勞教初設時的主要目

的，只是由於被整合入肅反運動，勞教才變成一種處置政治問題人員的方法。

但尋找更有力社會治安手段的需要仍一直存在。1956 年後，由於政治氛圍的

和緩、保衛建設成為中心任務，公安部門開始把工作重心調整為打擊普通刑事

犯罪，勞教便正可在此方面派上用場：在公安人員看來，遊民和那些之前受過

處分、現在找不到工作的被開除人員是刑事犯罪的溫床。37處置這些人，一般

的刑事處罰常常不適用，因為他們多數沒有太大罪行、難以由法院判刑勞改，

而勞教這樣一種無需法律程序而又有足夠強制力的措施正可解決這一問題。所

以，從 1956 年 11 月起，羅瑞卿即表示要把社會上的流氓分子也納入勞教。38 

除公安外，很多基層單位的領導幹部亦希望有這樣一種手段來管束單位內

不聽話的成員。39一般來說，要維持工作效率，減少不守工作紀律、消極怠工

者，要麼是用經濟措施，要麼是用開除手段，但在公有制的管理方式下，經濟

手段刺激效果有限，而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又不能過多使用開除。這樣，在

                                                           
37  遼寧省公安廳第九處，〈瀋陽市北市區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動情況〉，《人民公安》，1957 年第

1 期，頁 17-18。任宇、束懷德，〈對普通刑事犯罪的矛盾性質的看法〉，《人民公安》，1957
年第 7 期，頁 19。 

38  〈公安部長羅瑞卿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五人小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

（1956 年 11 月 27 日），收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

編》，頁 34。 
39  中共十人小組福建視察組，〈福建省當前肅反運動的若干情況〉（1957 年 4 月 2 日），中國當

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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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辦了已建好的勞教場所。36可以說，1955 年到 1957 年上半年的勞教建設是

還沒做好準備，就失去了足夠的動力。 

                                                           
32  鄭學群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改勞教大事記（1949.10-1991.12）》，頁 25-30。另參考《人

民公安》這一時期的相關文章。 
33  比如作家杜高在胡風案中受到牽連，1956 年 3 月，文化部五人領導小組作出對杜高進行勞教處

分的批示，但到當年 10 月，杜高即恢復了自由。李輝編，《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本》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頁 23、24。 
34  〈中央十人小組關於肅反運動的當前情況和一九五七年的工作向中央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7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35  羅瑞卿在 1956 年 11 月的肅反會議上動員說「不能大家都等著別的地方搞，那樣就沒有一個地

方搞了」。〈公安部長羅瑞卿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五人小組會議上

的總結發言〉（1956 年 11 月 27 日），收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

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34。 
36  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司法行政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頁 180。內蒙古自治區司法廳編，《內蒙古自治區志‧司法行政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頁 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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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遼寧省公安廳第九處，〈瀋陽市北市區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動情況〉，《人民公安》，1957 年第

1 期，頁 17-18。任宇、束懷德，〈對普通刑事犯罪的矛盾性質的看法〉，《人民公安》，1957
年第 7 期，頁 19。 

38  〈公安部長羅瑞卿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五人小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

（1956 年 11 月 27 日），收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

編》，頁 34。 
39  中共十人小組福建視察組，〈福建省當前肅反運動的若干情況〉（1957 年 4 月 2 日），中國當

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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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中，單位領導維持工作紀律的手段其實相對有限，對那些執意消極工

作的人員確無太多辦法，而帶有「就業」性質又執行程序鬆散的勞教恰能解決

這一問題。 

出於維持社會秩序的考慮，中央決策層也認可「勞動教養一定要辦，而且

要辦得規模大一些，以便不僅收容肅反鬥爭中的勞教對象，而且要收容改造更

大量的社會上的流氓分子。」40 

不過，正如前文所述，由於有悖當時的整體政治風向，作為主要推動力量

的公安部一時找不到好的推手來督促各地把勞教工作切實抓辦起來。而到

1957 年年中，毛澤東突然把此前的「整風」調整為「反右」，政治氛圍又一

次逆轉，這給了推動勞教一次意外的機會。 

1957 年 7 月中旬，毛澤東在著名的青島會議上講到：「除了少數知名人

士之外，把一切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並專門指示要搞個勞動教養條例。41

毛澤東為何會下令用勞教來處置右派，我們未見更詳細的材料。筆者猜想，很

可能是他在下定決心要進行反右後，就如何處置右派諮詢了有實際操作經驗的

肅反負責人羅瑞卿（因為反右實質上和肅反很像），之前本就想加快勞教建設

的羅瑞卿正好借機提出：右派可用勞教來進行處置。 

無論如何，借助最高領袖的首肯及反右的進行，這個之前未受太多重視的

制度突然重要了起來：1957 年 8 月，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

的決定〉（8 月 1 日人大常委會議通過，8 月 3 日由國務院公布施行），8 月 4

日《人民日報》刊發社論〈為什麼要實行勞動教養〉。42此後，官方在全國範

圍內開展了一輪關於勞教的大規模宣傳（見表 2）。 

                                                           
40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關於肅反運動的當前情況和一九五七年的工作向中央的報告」〉

（1957 年 1 月），收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

頁 33。 
41  〈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的插話〉（1957 年 7 月 17 日-20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42  鄭學群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改勞教大事記（1949.10-1991.12）》，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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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時段《人民日報》上出現「勞動教養」或「勞教」的文章數量 

時段 1955 年 8 月 1 日到

1957 年 7 月 19 日 
1957 年 7 月 20 日到

1958 年 3 月 31 日 
1958 年 4 月 1 日到

1966 年 12 月 31 日 

次數 2 22 3 

資料來源：人民數據庫，http://data.people.com.cn/。 

 

借助這種自上而下的強力支持，勞教的推行立時得到了改觀。在中央部委

層面，公安部再沒有推行上的顧忌，立刻下發通知，督促地方政府43和各級公

安部門44推動勞教場所的設立。 

而於地方層面，在反右的大氛圍下，是否積極辦理勞教隱隱變成反右是否

積極的表徵，各地黨委政府對勞教的重視程度自然大大加強。各地相繼制定措

施來推動勞教制度的建設，其一般步驟大致包括：一、由省人民委員會（即省

政府）召集相關部門（公安、民政、勞動、財政）的主要負責人開會，成立勞

動教養領導小組。二、向下一級政府傳達指示，要求地（專）一級政府也採取

相應措施（在此之前，勞教場所的設立僅限於省、直轄市、自治區一級）。三、

由勞教領導小組根據中央指示擬出具體的執行計畫，作為一省勞教工作的操作

規範。四、由相關部門（公安廳、民政廳）召開一次全省的勞教工作會議，進

行進一步部署。45此外，一些地方主管領導還親自過問勞教場的建立，比如上

                                                           
43  1957 年 8 月 13 日，內務部、公安部、財政部向各省發出〈關於執行「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

題的決定」的聯合通知〉，〈內務部、公安部、財政部對執行「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

定」的聯合通知〉（1957 年 8 月 13 日），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

件彙編（1950-1985）》（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頁 302-303。 
44  「各級公安機關的領導同志應該組織所屬全體工作人員，結合當地情況認真學習這一重要的決

定」。〈認真學習「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人民公安》，1957 年第 10 期，頁 19。 
45  綜合參考：〈安徽省人民委員會批轉省勞動教養領導小組關於我省當前勞動教養工作上幾個問

題意見的通知〉，《安徽政報》，1957 年第 12 期，頁 21-22。〈山西省人民委員會關於勞動教

養對象審批權限下放和收容勞動教養對象地區劃分的通知〉，《山西政報》，1958 年第 2 期，

頁 50。〈陝西省人民委員會關於貫徹執行國務院「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的決議〉，《陝西省

人民政府公報》，1957 年第 16 期，頁 593-595。〈江西省勞動教養工作實施辦法〉，《江西政

報》，1957 年第 16 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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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中，單位領導維持工作紀律的手段其實相對有限，對那些執意消極工

作的人員確無太多辦法，而帶有「就業」性質又執行程序鬆散的勞教恰能解決

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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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社會上的流氓分子。」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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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外，把一切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並專門指示要搞個勞動教養條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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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8 月 1 日人大常委會議通過，8 月 3 日由國務院公布施行），8 月 4

日《人民日報》刊發社論〈為什麼要實行勞動教養〉。42此後，官方在全國範

圍內開展了一輪關於勞教的大規模宣傳（見表 2）。 

                                                           
40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關於肅反運動的當前情況和一九五七年的工作向中央的報告」〉

（1957 年 1 月），收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

頁 33。 
41  〈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的插話〉（1957 年 7 月 17 日-20 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42  鄭學群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改勞教大事記（1949.10-1991.12）》，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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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957 年 8 月 13 日，內務部、公安部、財政部向各省發出〈關於執行「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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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各級公安機關的領導同志應該組織所屬全體工作人員，結合當地情況認真學習這一重要的決

定」。〈認真學習「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人民公安》，1957 年第 10 期，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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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公報》，1957 年第 16 期，頁 593-595。〈江西省勞動教養工作實施辦法〉，《江西政

報》，1957 年第 16 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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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在福建設立閩北農場收容上海的勞教人員，就是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

親自和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商議確定的。46 

表 3 歷年正式勞教機構中實收勞教人員數量統計（1955-1962） 

  新疆 江西 湖南 安徽 遼寧 
五省 
總計 

全國勞

教人員

總數 
1955 

   
1,000  

 
1,000  

 
1956 21  122  350  3,000  

 
3,493  10,000  

1957 440  4,960  649  14,953  3,689  24,691  36,983  
1958 7,596  11,958  15,895  26,345  21,482  83,276  355,777  
1959 13,394  13,654  14,490  41,629  24,717  107,884  435,325  
1960 13,418  21,354  18,038  51,776  31,318  135,904  499,523  
1961 10,966  19,713  10,571  46,865  19,337  107,452  396,133  
1962 5,093  9,281  5,476  不明 8,828  -- 186,765  

說明：（1）以上數字為勞教機構中歷年年末實收勞教人員數。（2）勞教人數僅包括正式勞教，不包括

「土勞教」。據公安部在1958年底對14省的不完全統計，社辦勞教隊共收容了300多萬人，晏樂

斌，〈「勞教問題的決定」出臺前後〉，《炎黃春秋》，2013年第5期，頁8。而據李若建估算，

大躍進期間接受社辦勞教者的規模或超過500萬，李若建，〈風起於青萍之末：「大躍進」時期

的勞動教養與管制初探〉，《開放時代》，2013年第2期，頁149。（3）以上數字均來自官方，

勞教人員的實際數目或高於上列數字，但由於缺少更準確的資料，我們只能以此數據為準。無

論如何，上表應可反映勞教人員規模的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五省數據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通志‧司法行政志》（烏魯木

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頁230。江西省公安志編委會編，《江西省公安志》（北京：方

志出版社，1996），頁59。湖南省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政法志‧司法行政》（長沙：

湖南出版社，1997），頁658-659。安徽省地方志編委會編，《安徽省志‧司法志》（合肥：安

徽人民出版社，1997），頁223。遼寧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主編，《遼寧省志‧司法行政

志》（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頁438。1956年全國勞教人數見〈中央十人小組關於肅

反運動的當前情況和一九五七年的工作向中央的報告〉（1956年12月7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

史數據庫。1957-1962年全國勞教人數見趙秉志、楊誠主編，《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檢討與改革》，

頁7-8。 
 

                                                           
46  上海勞動教養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勞動教養志（1957-2010）》（出版資訊不詳，2012），

頁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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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部門的督促及各地黨政領導的有力支持下，勞教場所的建立變得不

再那麼困難：1957 年 8 月，內務部、公安部、財政部聯合下文，要求各地在

地方預算中調撥經費，支持勞教場所建設。47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該文件起

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如在天津，1958 年的勞改生產性投資（勞教投資被納

入其中）為 706 萬元，是 1957 年的 7.84 倍。48除能得到較充足的資金供給外，

勞教的場地需要也較容易滿足—之前建成的勞教場，停用的陸續恢復，49仍

在使用的則擴大規模。勞改部門下屬的勞改農場，在上級領導部門的強力督促

下，抽調亦變得相對容易。同時，在新的政治氛圍中，內務部全力支持勞教的

設立，把此前設立的大部分遊民農場都轉辦為勞教農場。50而新建農場所需的

場地、資金，在地方黨政負責領導的積極協調下，也一般能得到滿足。總之，

不論是場所的新建還是調用都比此前一年要容易得多。 

1958 年後，又適逢大躍進的開始，勞教機構和被勞教人數有「躍進式」

的增加（見表 1、表 3），勞教遂成為一項幾乎可與勞改並駕齊驅的「大制度」。 

下面我們來討論〈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是關於

勞教的第一個法規性文件。在其頒布前，勞教缺少統一的制度規章，各地執行

勞教的方式多不相同，它的下發使各地有了可供參照的統一標準。 

從內容來看，〈決定〉延續了此前對勞教的基本定位，明確勞教是一種強

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一種安置就業辦法，51但具體實施方式較 1957 年前的

勞教有所不同：在收容對象上，1957 年前，勞教主要針對肅反中清理出的各

類「問題人員」，對「社會上的流氓分子」尚未及納入。〈決定〉則明確把各

                                                           
47  〈內務部、公安部、財政部對執行「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的聯合通知〉（1957

年 8 月 13 日），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

頁 303。 
48  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勞改勞教志》，頁 523。 
49  1957 年 8 月後，廣東原來的 12 個勞教場所陸續恢復，見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廣

東省志‧司法行政志》，頁 180。 
50  在 1957 年上半年，全國共有 90 所遊民改造農場（〈幾年來城市救濟工作的基本成就〉，《內

務部通訊》，1957 年第 11 期，頁 14）；1957 年下半年後，很大一部分都轉成了勞教農場。 
51  〈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1957 年 8 月 4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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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動教養與管制初探〉，《開放時代》，2013年第2期，頁149。（3）以上數字均來自官方，

勞教人員的實際數目或高於上列數字，但由於缺少更準確的資料，我們只能以此數據為準。無

論如何，上表應可反映勞教人員規模的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五省數據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通志‧司法行政志》（烏魯木

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頁230。江西省公安志編委會編，《江西省公安志》（北京：方

志出版社，1996），頁59。湖南省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政法志‧司法行政》（長沙：

湖南出版社，1997），頁658-659。安徽省地方志編委會編，《安徽省志‧司法志》（合肥：安

徽人民出版社，1997），頁223。遼寧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主編，《遼寧省志‧司法行政

志》（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頁438。1956年全國勞教人數見〈中央十人小組關於肅

反運動的當前情況和一九五七年的工作向中央的報告〉（1956年12月7日），中國當代政治運動

史數據庫。1957-1962年全國勞教人數見趙秉志、楊誠主編，《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檢討與改革》，

頁7-8。 
 

                                                           
46  上海勞動教養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勞動教養志（1957-2010）》（出版資訊不詳，2012），

頁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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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部門的督促及各地黨政領導的有力支持下，勞教場所的建立變得不

再那麼困難：1957 年 8 月，內務部、公安部、財政部聯合下文，要求各地在

地方預算中調撥經費，支持勞教場所建設。47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該文件起

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如在天津，1958 年的勞改生產性投資（勞教投資被納

入其中）為 706 萬元，是 1957 年的 7.84 倍。48除能得到較充足的資金供給外，

勞教的場地需要也較容易滿足—之前建成的勞教場，停用的陸續恢復，49仍

在使用的則擴大規模。勞改部門下屬的勞改農場，在上級領導部門的強力督促

下，抽調亦變得相對容易。同時，在新的政治氛圍中，內務部全力支持勞教的

設立，把此前設立的大部分遊民農場都轉辦為勞教農場。50而新建農場所需的

場地、資金，在地方黨政負責領導的積極協調下，也一般能得到滿足。總之，

不論是場所的新建還是調用都比此前一年要容易得多。 

1958 年後，又適逢大躍進的開始，勞教機構和被勞教人數有「躍進式」

的增加（見表 1、表 3），勞教遂成為一項幾乎可與勞改並駕齊驅的「大制度」。 

下面我們來討論〈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是關於

勞教的第一個法規性文件。在其頒布前，勞教缺少統一的制度規章，各地執行

勞教的方式多不相同，它的下發使各地有了可供參照的統一標準。 

從內容來看，〈決定〉延續了此前對勞教的基本定位，明確勞教是一種強

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一種安置就業辦法，51但具體實施方式較 1957 年前的

勞教有所不同：在收容對象上，1957 年前，勞教主要針對肅反中清理出的各

類「問題人員」，對「社會上的流氓分子」尚未及納入。〈決定〉則明確把各

                                                           
47  〈內務部、公安部、財政部對執行「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的聯合通知〉（1957

年 8 月 13 日），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

頁 303。 
48  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勞改勞教志》，頁 523。 
49  1957 年 8 月後，廣東原來的 12 個勞教場所陸續恢復，見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廣

東省志‧司法行政志》，頁 180。 
50  在 1957 年上半年，全國共有 90 所遊民改造農場（〈幾年來城市救濟工作的基本成就〉，《內

務部通訊》，1957 年第 11 期，頁 14）；1957 年下半年後，很大一部分都轉成了勞教農場。 
51  〈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1957 年 8 月 4 日，第 1 版。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02 期 

 -102- 

類社會人員亦劃入勞教範圍，規定勞教對象包括違反治安管理、不夠追究刑事

責任又屢教不改的不務正業者、流氓、盜竊犯、詐騙犯等，不夠追究刑事責任

的反革命、反動分子，因政治問題或不服從工作紀律而被單位開除、無生活出

路者，無理取鬧、妨礙公務又屢教不改者。 

在執行方式上，1957 年前，勞教實際分兩種：一種是「管制勞教」，即

對應判刑但可予減刑者及不夠判刑但須判管制者，用勞教來代替徒刑、管制；

這類勞教一般要經法院判決，勞教者會被送去公安部門管理下的專門勞教場。

另一種是非管制勞教，即被勞教者問題不嚴重、夠不上法辦（判刑或管制），

但一般的行政處分又太輕，故施以勞教；這類人員不需由法院宣判，可以送入

民政部門的收容機構，也可以只作勞教處分、但仍留在原單位，52不一定要去

專門的勞教場。〈決定〉頒布後，勞教不再有上述分別，被勞教者均需送入勞

教機關接受集中管理。 

至於勞教的作出程序，1957 年前，一般是由各級肅反領導小組擬定處理

意見，由省、市黨委「把應該判刑的，應該實行勞動教養的和應該行政處分的

三類人，進行排隊，適當定出一定的比例」，然後作出勞教決定，「管制勞教」

在形式上還要經過法院宣判。53而 1957 年 8 月後，勞教的使用已不只限於政

治運動，故按國務院〈決定〉，民政及公安部門、被勞教者所在單位或其家長、

監護人均能提出勞教申請，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或其委託機關批

准，即可實施勞教。勞教的司法屬性也被弱化，一般無需再經過法院判處管制

這一程序。 

在勞教場的管理上，1957 年前，中央要求各省、市在人民委員會下，設

一個有公安、民政、司法三部門負責人參加的領導小組，來負責勞教場的籌建

                                                           
52  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1956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

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

（1956 年 3 月 10 日），〈中央十人小組復遼寧省委五人小組關於勞動教養辦法的請示〉（1956
年 9 月 6 日），收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35、36、146。 
53  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1956 年 1 月 10 日），收入最高

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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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541957 年 8 月後，勞教不再有法院判管制這道程序，故在國務院〈決

定〉中，勞教機關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批准設立，由民政、公安

部門共同負責管理，不再有司法部門參與。 

四、大躍進期間勞教制度的演變 

以上三節梳理了 1955 到 1957 年間勞教制度的成型過程，在下面兩節中，

筆者將轉入對大躍進開始後勞教演變情況的討論。 

國務院〈決定〉的頒布雖使得勞教有章可循，但未能讓其真正定型。大躍

進開始後，在「大幹快上」的氛圍下，勞教實際的審批、執行方式逐漸與國務

院〈決定〉有了較大差異，形成了一套新的運作模式，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勞教，

其制度特點實際是在這一時期方始成型的。下面，我們來分別考察大躍進期間

勞教運作的三點變化—監督與制約機制的失效，民政部門逐漸退出勞教管

理，以及勞教的強制性越來越高、變得和勞改愈發相像。 

按照國務院〈決定〉，勞教的審批與執行中包括了一套監督制約機制，這

主要體現於兩點：一是規定作出勞教決定需有省（直轄市、自治區）一級人民

委員會或其委託機關的審核批准，二是規定勞教機構由民政和公安部門共同管

理。這是希望對勞教審批有較高層級的把關，以防濫用，並希望能有多個部門

參與，避免公安部門自送自批。但這些措施於實踐中收效甚微：在國務院〈決

定〉下發之初，省、地兩級政府的確多成立了由地方人民委員會負責領導牽頭、

公安民政等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參與組成的勞教委員會（各地名稱不同，有勞動

教養管理委員會、勞動教養審批委員會、勞動教養工作委員會等等稱謂），來

負責勞教審批。但在此後的實際運作中，這類委員會很少真正起作用，一些地

                                                           
54  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1956 年 1 月 10 日），收入最高

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36。當然，這類領導小組

實際上多未能成立，勞教場的籌建與管理基本是由公安部門在全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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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社會人員亦劃入勞教範圍，規定勞教對象包括違反治安管理、不夠追究刑事

責任又屢教不改的不務正業者、流氓、盜竊犯、詐騙犯等，不夠追究刑事責任

的反革命、反動分子，因政治問題或不服從工作紀律而被單位開除、無生活出

路者，無理取鬧、妨礙公務又屢教不改者。 

在執行方式上，1957 年前，勞教實際分兩種：一種是「管制勞教」，即

對應判刑但可予減刑者及不夠判刑但須判管制者，用勞教來代替徒刑、管制；

這類勞教一般要經法院判決，勞教者會被送去公安部門管理下的專門勞教場。

另一種是非管制勞教，即被勞教者問題不嚴重、夠不上法辦（判刑或管制），

但一般的行政處分又太輕，故施以勞教；這類人員不需由法院宣判，可以送入

民政部門的收容機構，也可以只作勞教處分、但仍留在原單位，52不一定要去

專門的勞教場。〈決定〉頒布後，勞教不再有上述分別，被勞教者均需送入勞

教機關接受集中管理。 

至於勞教的作出程序，1957 年前，一般是由各級肅反領導小組擬定處理

意見，由省、市黨委「把應該判刑的，應該實行勞動教養的和應該行政處分的

三類人，進行排隊，適當定出一定的比例」，然後作出勞教決定，「管制勞教」

在形式上還要經過法院宣判。53而 1957 年 8 月後，勞教的使用已不只限於政

治運動，故按國務院〈決定〉，民政及公安部門、被勞教者所在單位或其家長、

監護人均能提出勞教申請，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或其委託機關批

准，即可實施勞教。勞教的司法屬性也被弱化，一般無需再經過法院判處管制

這一程序。 

在勞教場的管理上，1957 年前，中央要求各省、市在人民委員會下，設

一個有公安、民政、司法三部門負責人參加的領導小組，來負責勞教場的籌建

                                                           
52  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1956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

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

（1956 年 3 月 10 日），〈中央十人小組復遼寧省委五人小組關於勞動教養辦法的請示〉（1956
年 9 月 6 日），收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35、36、146。 
53  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1956 年 1 月 10 日），收入最高

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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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541957 年 8 月後，勞教不再有法院判管制這道程序，故在國務院〈決

定〉中，勞教機關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批准設立，由民政、公安

部門共同負責管理，不再有司法部門參與。 

四、大躍進期間勞教制度的演變 

以上三節梳理了 1955 到 1957 年間勞教制度的成型過程，在下面兩節中，

筆者將轉入對大躍進開始後勞教演變情況的討論。 

國務院〈決定〉的頒布雖使得勞教有章可循，但未能讓其真正定型。大躍

進開始後，在「大幹快上」的氛圍下，勞教實際的審批、執行方式逐漸與國務

院〈決定〉有了較大差異，形成了一套新的運作模式，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勞教，

其制度特點實際是在這一時期方始成型的。下面，我們來分別考察大躍進期間

勞教運作的三點變化—監督與制約機制的失效，民政部門逐漸退出勞教管

理，以及勞教的強制性越來越高、變得和勞改愈發相像。 

按照國務院〈決定〉，勞教的審批與執行中包括了一套監督制約機制，這

主要體現於兩點：一是規定作出勞教決定需有省（直轄市、自治區）一級人民

委員會或其委託機關的審核批准，二是規定勞教機構由民政和公安部門共同管

理。這是希望對勞教審批有較高層級的把關，以防濫用，並希望能有多個部門

參與，避免公安部門自送自批。但這些措施於實踐中收效甚微：在國務院〈決

定〉下發之初，省、地兩級政府的確多成立了由地方人民委員會負責領導牽頭、

公安民政等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參與組成的勞教委員會（各地名稱不同，有勞動

教養管理委員會、勞動教養審批委員會、勞動教養工作委員會等等稱謂），來

負責勞教審批。但在此後的實際運作中，這類委員會很少真正起作用，一些地

                                                           
54  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1956 年 1 月 10 日），收入最高

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36。當然，這類領導小組

實際上多未能成立，勞教場的籌建與管理基本是由公安部門在全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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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勞教委員會甚至一開始即屬虛設—如湖南雖有勞教委員會之名，但委員

會成員卻一直未定。55 

若回到當時的體制運作機制中，不難理解為何這類高規格的委員會無法起

到效用：對政治運動清理出的勞教人員有專門的整風或肅反領導小組來全權負

責，勞教委員會只經手辦理同意手續。而其他類型的勞教案件重要性低又數量

龐大，很難指望主要領導會投入很多精力在處理這些案件上。他們各自都有更

重要的職責，專為勞教審批而專門開會顯然太過「奢侈」，即使能把會議開起

來，也不可能抽出很多時間來逐案審批，最多不過是討論一下宏觀問題，不可

能做太多具體工作。 

各地的一般做法是把具體的審批工作交給委員會下屬的勞教辦公室（亦有

勞教處等其他名稱）。這些辦公室按要求應由公安和民政的主要領導共同負

責，但與委員會難起作用的邏輯類似，公安、民政部門的主要領導不可能抽出

太多時間專門關注審批勞教這樣的瑣屑業務，因此很難有真正的「領導負責」；

而對大量的日常勞教案件，亦難以每天都把不同部門的人召來開會討論，故也

難有實際的「部門協商」。這些辦公室基本都附設於公安部門下屬的勞改局內

（多與負責管理勞教場所的勞教管理處是同一機構），如此便造成公安部門事

實上完全掌握了審批權。 

而勞教辦公室的審批其實也很粗糙：勞教辦公室人員有限，面對數量龐大

的勞教案件，無力一一詳細審查。一般只是等勞教人員送到勞教場後，由勞教

場的管理人員在入場時進行一下簡單審核—檢查材料是否齊備，送來者有無

疾病，無法對案情進行更多審查。56同時，為加快審批速度，審批權會被不斷

下放。上海的例子很典型，該市最初規定：各單位報送的勞教案件統一由市勞

教處（即勞教辦公室）審核，再呈報市人民委員會批准執行。之後取消市人委

批准，直接送市勞教處審批。到 1958 年 5 月，「因市級各單位和各區報批勞

                                                           
55  湖南省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政法志‧司法行政》，頁 652。 
56  齊朝陽等，〈關於勞教材料工作的幾點意見〉，《人民警察》，1958 年第 19 期，頁 21-22。沈

金堂，〈更好地執行勞教收容工作〉，《人民警察》，1958 年第 18 期，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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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教養的材料日益增多，勞動教養處在審批材料的速度上不能滿足客觀形勢發

展的需要」，於是將勞教審批權下放給市級各單位及各區。57 

而當時整體的政治氛圍是求多求快，輕視法制程序，鼓勵權力下放，這讓

集中審核變得更加困難、也更不必要。如此，基層辦案人員（民警、單位人事

處保衛處幹部）的意見，其實即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被勞教：只需從公安局獲得

一張勞動教養通知書，基層民警或單位幹部便可把相關人員送去勞教（有些甚

至無需勞教通知書）。58而只要不出大問題、以致引起上級領導的注意，也不

會遇到太多「麻煩」。 

這種體制性的監管困難並非始於大躍進，它在此前的革命動員體制裡一直

存在，有兩個施政習慣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一是重領導而輕制度，黨政系

統在貫徹政策指令時不是靠制度本身來實現，而是習慣於強調「領導重視」，

但各級核心領導人數有限，這使得負責人員都有非常多的事務，難免造成對多

數事務實際只存在「虛線領導」。另一個是「中心任務為先」，即為了讓重要

任務能有效貫徹，便將大多數體制資源都抽調給那些「中心任務」。如此，不

被列為中心任務的事務便很難獲得足夠的關注。這兩點即造成那些不夠重要的

工作（這其實佔到了日常工作的絕大多數）實際上很大程度是處於無領導狀

態，勞教的監管缺失便是其中一例。 

下面我們來看第二點變化，按國務院〈決定〉：「勞動教養機關的工作，

由民政、公安部門共同負責領導和管理」。民政部門參與勞教管理應是最高決

策者所樂見的，因為民政部門的加入能使勞教帶有社會救濟色彩，可使其顯得

不那麼有強制性，無疑更有利於政治影響。勞教決定頒布之初，內務部、公安

部也確實要求各地的民政、公安部門都參與進這一工作，具體由哪個部門負責

由地方人民委員會自行決定。59在 1957 年下半年時，亦的確有部分地方是由

                                                           
57  上海勞動教養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勞動教養志（1957-2010 年）》，頁 99。 
58  關潤康，〈勞動教養工作也要依靠群眾力量〉，《人民警察》，1958 年第 18 期，頁 18。 
59  〈內務部、公安部、財政部關於執行「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的聯合通知〉（1957

年 8 月 13 日），〈內務部、公安部關於勞動教養工作幾個問題的答覆〉（1957 年 10 月 9 日），

俱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頁 303、3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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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勞教委員會甚至一開始即屬虛設—如湖南雖有勞教委員會之名，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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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無法對案情進行更多審查。56同時，為加快審批速度，審批權會被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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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湖南省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政法志‧司法行政》，頁 652。 
56  齊朝陽等，〈關於勞教材料工作的幾點意見〉，《人民警察》，1958 年第 19 期，頁 21-22。沈

金堂，〈更好地執行勞教收容工作〉，《人民警察》，1958 年第 18 期，頁 20。 

中國大陸勞動教養制度的形成與演變 

 -105- 

動教養的材料日益增多，勞動教養處在審批材料的速度上不能滿足客觀形勢發

展的需要」，於是將勞教審批權下放給市級各單位及各區。57 

而當時整體的政治氛圍是求多求快，輕視法制程序，鼓勵權力下放，這讓

集中審核變得更加困難、也更不必要。如此，基層辦案人員（民警、單位人事

處保衛處幹部）的意見，其實即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被勞教：只需從公安局獲得

一張勞動教養通知書，基層民警或單位幹部便可把相關人員送去勞教（有些甚

至無需勞教通知書）。58而只要不出大問題、以致引起上級領導的注意，也不

會遇到太多「麻煩」。 

這種體制性的監管困難並非始於大躍進，它在此前的革命動員體制裡一直

存在，有兩個施政習慣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一是重領導而輕制度，黨政系

統在貫徹政策指令時不是靠制度本身來實現，而是習慣於強調「領導重視」，

但各級核心領導人數有限，這使得負責人員都有非常多的事務，難免造成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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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為中心任務的事務便很難獲得足夠的關注。這兩點即造成那些不夠重要的

工作（這其實佔到了日常工作的絕大多數）實際上很大程度是處於無領導狀

態，勞教的監管缺失便是其中一例。 

下面我們來看第二點變化，按國務院〈決定〉：「勞動教養機關的工作，

由民政、公安部門共同負責領導和管理」。民政部門參與勞教管理應是最高決

策者所樂見的，因為民政部門的加入能使勞教帶有社會救濟色彩，可使其顯得

不那麼有強制性，無疑更有利於政治影響。勞教決定頒布之初，內務部、公安

部也確實要求各地的民政、公安部門都參與進這一工作，具體由哪個部門負責

由地方人民委員會自行決定。59在 1957 年下半年時，亦的確有部分地方是由

                                                           
57  上海勞動教養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勞動教養志（1957-2010 年）》，頁 99。 
58  關潤康，〈勞動教養工作也要依靠群眾力量〉，《人民警察》，1958 年第 18 期，頁 18。 
59  〈內務部、公安部、財政部關於執行「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的聯合通知〉（1957

年 8 月 13 日），〈內務部、公安部關於勞動教養工作幾個問題的答覆〉（1957 年 10 月 9 日），

俱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頁 303、3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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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門來主辦勞教場。但從地方志資料來看，到 1958 年上半年，各地負責

勞教場所管理的勞動教養管理辦公室基本都改設於公安下的勞改部門之內，勞

教場所的日常管理、人員錄用、經費調撥等差不多都是由公安方面全權負責，

民政部門在勞教的審批與場所管理中幾乎銷聲匿跡。即如 1962 年 5 月，劉少

奇、彭真在與中央政法小組成員討論〈關於一九五八年以來政法工作的總結報

告〉時，彭真批評說：「勞教本來是公安、民政合辦的，規定省、市人民委員

會批准或委托一個小組審判，現在變成公安一家辦了。」60 

這一現象不難理解，如比較公安、民政兩部門的職能分工與資源調動能

力，我們能看到一種體制性的分權困難：從能力上來說，由於人力物力的不足

和管理手段的欠缺（對管理對象不便採取懲罰性過強的強制措施），各級民政

部門對遊民及老殘孤弱的管理已覺力不從心，一直就想把這方面工作交給別的

部門；對更難管束的勞教人員，它們自然更不願經手。而公安部門自 1951 年

起即開始管理勞改機構，有充分的經驗和能力來對問題人員進行處置。同時，

民政部門的主要工作是進行社會救濟、優撫救災，辦理勞教對其主體工作並無

太多幫助；但對公安部門，勞教能增強其對政治問題人員及「違反治安管理」

者的處置能力，對其行使職權有非常大的益處。因此，在勞教決定頒布後，兩

部門的態度存在明顯差異：公安部門相當積極，在內部刊物中不斷強調勞教是

「黨和國家委托給我們各級公安機關一項艱巨的光榮的任務」、「是黨和國家

賦予我們各級公安機關對敵鬥爭的一個重要武器」，61並很快在 1957 年 8 月，

由公安部勞改局八處承擔起全國的勞教場所管理工作。62而內務部則相當冷

淡，除 1958 年前與勞教相關的文件上會出現內務部的名稱，未見它在這方面

有更多的積極舉動。63一邊動力與能力都非常充分，一邊意願與資源都不足；

                                                           
60  〈劉少奇同志對寫政法工作報告的指示〉（1962 年 5 月），收入河北省勞改警察學校業務教研

室編，《中央及部門領導談勞改勞教工作》（石家莊：河北省勞改警察學校業務教研室，1986），

頁 43。按：彭真在劉少奇發言時曾有插話，故該文件也收有彭真的發言。  
61  〈認真學習「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人民公安》，1957 年第 10，頁 19。 
62  晏樂斌，〈「勞教問題的決定」出臺前後〉，《炎黃春秋》，2013 年第 5 期，頁 6-8。 
63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大事記（1949-1986）》及這一時期的《內務部通訊》（內務部向各

級民政部門傳達政策要點的內部通訊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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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演進的結果，難免變成有心又有力的公安部門把勞教場所全掌握在自己手

中，而無心亦無力的民政部門漸次退出。 

最後，我們再來分析勞教的「勞改化」問題。在國務院〈決定〉中，勞教

是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與「安置就業」手段。按當時的官方定位，勞教用

以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與處理「敵我矛盾」的勞改性質不同。應該說，當

時從中共中央到公安部也都不希望勞教和勞改混淆不分。此一時期公安部門的

內部文件亦多強調應區別二者。64但這難以阻止在具體辦理中勞教被辦成「二

勞改」。即如劉少奇在 1962 年所言：「勞教本來是處理人民內部問題的，結

果變成了處理敵我問題的辦法……勞動教養，變成和逮捕一樣，沒有區別。」65

究其原因，首先，在勞教建立前，公安部門主管下的勞動改造已是比較成熟的

制度，在人員、財政、場地方面有根基，在管教、組織生產上亦有經驗。所以，

當勞教設立之初，對公安部門來說，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借勞改的資源來辦

勞教。1956 年公安部門在政策制定上即是如此定位的，661957 年國務院〈決

定〉頒布後依然如此：勞教場所管理機關附屬於勞改管理機關，勞教工作計畫

納入全國勞改工作計畫，勞教的財政預算合併入勞改業務費，很多勞教場所是

由勞改農場改辦而來，連勞教的管理規章、管理人員選拔亦都借鑑自勞改。到

1959 年下半年，各地精簡機構，專門的勞教管理機構被撤銷，勞教管理事實

上完全併入了勞改管理。如此自然造成勞教和勞改高度相似。 

其次，勞改與勞教場都下屬於公安部門，為方便管理，地方公安部門常會

對勞教人員進行調撥：有些地方勞教人員太多，現有勞教場滿足不了需求，當

地公安部門便常把安置不了的勞教人員直接送去勞改單位。而有些地方是被勞

教者太少，不適合單建勞教場，於是公安部門便讓勞改單位順帶管教勞教人

                                                           
64  〈公安部轉發公安部十一局關於全國勞動教養工作現場座談會的情況報告〉（1959 年 3 月 13

日），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頁 310。 
65  〈劉少奇同志對寫政法工作報告的指示〉（1962 年 5 月），收入河北省勞改警察學校業務教研

室編，《中央及部門領導談勞改勞教工作》，頁 43。 
66  〈公安部黨組關於第三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情況的報告〉（1955 年 10 月 27 日），中國當代政

治運動史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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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門來主辦勞教場。但從地方志資料來看，到 1958 年上半年，各地負責

勞教場所管理的勞動教養管理辦公室基本都改設於公安下的勞改部門之內，勞

教場所的日常管理、人員錄用、經費調撥等差不多都是由公安方面全權負責，

民政部門在勞教的審批與場所管理中幾乎銷聲匿跡。即如 1962 年 5 月，劉少

奇、彭真在與中央政法小組成員討論〈關於一九五八年以來政法工作的總結報

告〉時，彭真批評說：「勞教本來是公安、民政合辦的，規定省、市人民委員

會批准或委托一個小組審判，現在變成公安一家辦了。」60 

這一現象不難理解，如比較公安、民政兩部門的職能分工與資源調動能

力，我們能看到一種體制性的分權困難：從能力上來說，由於人力物力的不足

和管理手段的欠缺（對管理對象不便採取懲罰性過強的強制措施），各級民政

部門對遊民及老殘孤弱的管理已覺力不從心，一直就想把這方面工作交給別的

部門；對更難管束的勞教人員，它們自然更不願經手。而公安部門自 1951 年

起即開始管理勞改機構，有充分的經驗和能力來對問題人員進行處置。同時，

民政部門的主要工作是進行社會救濟、優撫救災，辦理勞教對其主體工作並無

太多幫助；但對公安部門，勞教能增強其對政治問題人員及「違反治安管理」

者的處置能力，對其行使職權有非常大的益處。因此，在勞教決定頒布後，兩

部門的態度存在明顯差異：公安部門相當積極，在內部刊物中不斷強調勞教是

「黨和國家委托給我們各級公安機關一項艱巨的光榮的任務」、「是黨和國家

賦予我們各級公安機關對敵鬥爭的一個重要武器」，61並很快在 1957 年 8 月，

由公安部勞改局八處承擔起全國的勞教場所管理工作。62而內務部則相當冷

淡，除 1958 年前與勞教相關的文件上會出現內務部的名稱，未見它在這方面

有更多的積極舉動。63一邊動力與能力都非常充分，一邊意願與資源都不足；

                                                           
60  〈劉少奇同志對寫政法工作報告的指示〉（1962 年 5 月），收入河北省勞改警察學校業務教研

室編，《中央及部門領導談勞改勞教工作》（石家莊：河北省勞改警察學校業務教研室，1986），

頁 43。按：彭真在劉少奇發言時曾有插話，故該文件也收有彭真的發言。  
61  〈認真學習「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人民公安》，1957 年第 10，頁 19。 
62  晏樂斌，〈「勞教問題的決定」出臺前後〉，《炎黃春秋》，2013 年第 5 期，頁 6-8。 
63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大事記（1949-1986）》及這一時期的《內務部通訊》（內務部向各

級民政部門傳達政策要點的內部通訊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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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演進的結果，難免變成有心又有力的公安部門把勞教場所全掌握在自己手

中，而無心亦無力的民政部門漸次退出。 

最後，我們再來分析勞教的「勞改化」問題。在國務院〈決定〉中，勞教

是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與「安置就業」手段。按當時的官方定位，勞教用

以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與處理「敵我矛盾」的勞改性質不同。應該說，當

時從中共中央到公安部也都不希望勞教和勞改混淆不分。此一時期公安部門的

內部文件亦多強調應區別二者。64但這難以阻止在具體辦理中勞教被辦成「二

勞改」。即如劉少奇在 1962 年所言：「勞教本來是處理人民內部問題的，結

果變成了處理敵我問題的辦法……勞動教養，變成和逮捕一樣，沒有區別。」65

究其原因，首先，在勞教建立前，公安部門主管下的勞動改造已是比較成熟的

制度，在人員、財政、場地方面有根基，在管教、組織生產上亦有經驗。所以，

當勞教設立之初，對公安部門來說，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借勞改的資源來辦

勞教。1956 年公安部門在政策制定上即是如此定位的，661957 年國務院〈決

定〉頒布後依然如此：勞教場所管理機關附屬於勞改管理機關，勞教工作計畫

納入全國勞改工作計畫，勞教的財政預算合併入勞改業務費，很多勞教場所是

由勞改農場改辦而來，連勞教的管理規章、管理人員選拔亦都借鑑自勞改。到

1959 年下半年，各地精簡機構，專門的勞教管理機構被撤銷，勞教管理事實

上完全併入了勞改管理。如此自然造成勞教和勞改高度相似。 

其次，勞改與勞教場都下屬於公安部門，為方便管理，地方公安部門常會

對勞教人員進行調撥：有些地方勞教人員太多，現有勞教場滿足不了需求，當

地公安部門便常把安置不了的勞教人員直接送去勞改單位。而有些地方是被勞

教者太少，不適合單建勞教場，於是公安部門便讓勞改單位順帶管教勞教人

                                                           
64  〈公安部轉發公安部十一局關於全國勞動教養工作現場座談會的情況報告〉（1959 年 3 月 13

日），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頁 310。 
65  〈劉少奇同志對寫政法工作報告的指示〉（1962 年 5 月），收入河北省勞改警察學校業務教研

室編，《中央及部門領導談勞改勞教工作》，頁 43。 
66  〈公安部黨組關於第三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情況的報告〉（1955 年 10 月 27 日），中國當代政

治運動史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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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此外，為響應中央把人口往邊遠地區轉移的政策，一些大城市將勞改、勞

教人員轉移安置到邊遠地區，在這一調撥過程中，勞改、勞教人員往往是混合

調往，調到當地後也多是合併管理。67由此，勞改勞教的日漸混淆自然在所難

免。到 1960 年時，一般只有省屬勞教場才做得到「專辦」（專收勞教人員），

而地（專）一級的勞教場所多數是「合辦」（勞改勞教合併在一起辦）或「兼

辦」（勞改隊兼收勞教人員）。 

再則，為進行有效的管理，基層管理人員自然傾向於擴大懲戒壓力，必須

要有一些外部制約（比如制度約束或輿論監督）才能抑制這一趨勢；而在反右

後，法制程序與社會輿論很難再產生約束效力，因此，勞教在管理上不斷「強

制化」亦是一種必然之勢。 

下面再來簡要討論一下大躍進時期勞教的「收容過濫」問題，對其基本

情況，學界研究和各類回憶錄已有深入揭示，此處即不詳述，只補充說明這

樣兩點： 

第一，反右與大躍進運動帶來的「不正常」政治氛圍，無疑是 1958 年後

勞教收容過濫最主要的促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大躍進前就已形成的體制結構

與幹部行為習慣，亦在大躍進期間勞教的無序膨脹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雖是從

1957 年下半年後，基層部門才開始頻繁使用勞教，但如前文所言，實際在此

之前，基層治安部門和企業單位早就形成了一種對勞教的強烈需求。而大躍進

的開始，使得基層部門拋開制度約束、擴大管制權力的既有欲求得以完全釋

放，這也是勞教被濫用的重要推手。 

第二，很多人會認為勞教濫用的主因是反右的擴大化。但實際上，總體來

看，這一時期被送去勞教的人員中，佔多數的似乎還是社會上的各類問題分子

及機關內不守工作紀律者（見表 4）。 

                                                           
67  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炎黃春秋》，2010 年第 4 期，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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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北京市 1957 年 9 月到 12 月勞教人員的構成情況 

 合計 不追究刑事責

任的反革命 
有流氓、偷

盜、詐騙行為 
拒絕勞動或 
破壞勞動紀律 

流浪或 
妨害公務 其他 

內部 1,306 263  799 142  78  24 
社會 2,772 305 1,396 101 707 263 
總計 4,078 568 2,195 243 785 287 

說明： 右派一般包含在「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類下，原材料未說明「其他」類中具體包括哪些

人員。 

資料來源：〈北京市公安局統計資料彙編（1949年-1959年）〉，北京市檔案館藏，《建國後檔案》，

檔號133-10-506。 

 

從上表中我們看到，在 1957 年下半年，北京市內因流氓偷盜詐騙、不守

勞動紀律、流浪或妨害公務而被勞教者（3,223 人）佔勞教人員（4,078 人）的

79.03%。而天津、上海的情況也類似—天津市 1957 年下半年共收容勞教人

員 1,759 人，其中 1,174 人是在當年的「集中打擊刑事犯罪的鬥爭」中被判勞

教的。68上海 1957、1958 年收容勞教人員 44,720 人，其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

化程度的有 39,113 人，佔 87.46%，這從側面說明，被勞教人員的主體可能並

非右派知識分子。69實際上，當時不只有針對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反右，還有 1957
                                                           
68  天津市公安局史志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天津公安大事記（1949-1986）》（出版資訊不詳，

1991），頁 146。 
69  上海勞動教養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勞動教養志（1957-2010 年）》，頁 101。關於有多少右

派被送去勞教，各界給出的數字有很大差異：朱正估計有 27.5 萬以上，尹曙生估計有 45-50 萬

〔朱正，《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 493；
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炎黃春秋》，2010 年第 4 期，頁 9〕。但兩個數字都

缺少直接依據：朱正係根據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的記載（右派有 55 萬，其中一半以上被送去

勞教或監督勞動）所進行的推算。尹曙生未說明數據來源，筆者推測，他可能是把全部勞教人

數當作了右派勞教人數。事實上，雖然毛澤東說要把右派都送去勞教，但勞教實際只是處理右

派的辦法之一。據 1959 年《內部參考》上的一篇報導，截止當年，全國揭發出右派分子 46.4
萬人，其中被判勞教者為 5.4 萬人，只佔 11.15%，其他的處置方式包括：1.2 萬人被逮捕，19.7
萬人被留在機關、學校、工廠、企業內部監督改造，6.8 萬人被下放勞動，6.0 萬人在社會上接

受監督改造，3,2 萬人屬於自殺、逃跑或無職業的右派頭面人物，情況不明者 4.0 萬人（〈目前

全國右派分子的改造情況〉，《內部參考》，1959 年 9 月 23 日）。若依此計算，在 1959 年，

右派人員大約只佔勞教人員的八分之一（當年全國勞教總人數是 43.5 萬，見表 3）。該數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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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此外，為響應中央把人口往邊遠地區轉移的政策，一些大城市將勞改、勞

教人員轉移安置到邊遠地區，在這一調撥過程中，勞改、勞教人員往往是混合

調往，調到當地後也多是合併管理。67由此，勞改勞教的日漸混淆自然在所難

免。到 1960 年時，一般只有省屬勞教場才做得到「專辦」（專收勞教人員），

而地（專）一級的勞教場所多數是「合辦」（勞改勞教合併在一起辦）或「兼

辦」（勞改隊兼收勞教人員）。 

再則，為進行有效的管理，基層管理人員自然傾向於擴大懲戒壓力，必須

要有一些外部制約（比如制度約束或輿論監督）才能抑制這一趨勢；而在反右

後，法制程序與社會輿論很難再產生約束效力，因此，勞教在管理上不斷「強

制化」亦是一種必然之勢。 

下面再來簡要討論一下大躍進時期勞教的「收容過濫」問題，對其基本

情況，學界研究和各類回憶錄已有深入揭示，此處即不詳述，只補充說明這

樣兩點： 

第一，反右與大躍進運動帶來的「不正常」政治氛圍，無疑是 1958 年後

勞教收容過濫最主要的促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大躍進前就已形成的體制結構

與幹部行為習慣，亦在大躍進期間勞教的無序膨脹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雖是從

1957 年下半年後，基層部門才開始頻繁使用勞教，但如前文所言，實際在此

之前，基層治安部門和企業單位早就形成了一種對勞教的強烈需求。而大躍進

的開始，使得基層部門拋開制度約束、擴大管制權力的既有欲求得以完全釋

放，這也是勞教被濫用的重要推手。 

第二，很多人會認為勞教濫用的主因是反右的擴大化。但實際上，總體來

看，這一時期被送去勞教的人員中，佔多數的似乎還是社會上的各類問題分子

及機關內不守工作紀律者（見表 4）。 

                                                           
67  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炎黃春秋》，2010 年第 4 期，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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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北京市 1957 年 9 月到 12 月勞教人員的構成情況 

 合計 不追究刑事責

任的反革命 
有流氓、偷

盜、詐騙行為 
拒絕勞動或 
破壞勞動紀律 

流浪或 
妨害公務 其他 

內部 1,306 263  799 142  78  24 
社會 2,772 305 1,396 101 707 263 
總計 4,078 568 2,195 243 785 287 

說明： 右派一般包含在「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類下，原材料未說明「其他」類中具體包括哪些

人員。 

資料來源：〈北京市公安局統計資料彙編（1949年-1959年）〉，北京市檔案館藏，《建國後檔案》，

檔號133-10-506。 

 

從上表中我們看到，在 1957 年下半年，北京市內因流氓偷盜詐騙、不守

勞動紀律、流浪或妨害公務而被勞教者（3,223 人）佔勞教人員（4,078 人）的

79.03%。而天津、上海的情況也類似—天津市 1957 年下半年共收容勞教人

員 1,759 人，其中 1,174 人是在當年的「集中打擊刑事犯罪的鬥爭」中被判勞

教的。68上海 1957、1958 年收容勞教人員 44,720 人，其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

化程度的有 39,113 人，佔 87.46%，這從側面說明，被勞教人員的主體可能並

非右派知識分子。69實際上，當時不只有針對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反右，還有 1957
                                                           
68  天津市公安局史志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天津公安大事記（1949-1986）》（出版資訊不詳，

1991），頁 146。 
69  上海勞動教養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勞動教養志（1957-2010 年）》，頁 101。關於有多少右

派被送去勞教，各界給出的數字有很大差異：朱正估計有 27.5 萬以上，尹曙生估計有 45-50 萬

〔朱正，《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 493；
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炎黃春秋》，2010 年第 4 期，頁 9〕。但兩個數字都

缺少直接依據：朱正係根據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的記載（右派有 55 萬，其中一半以上被送去

勞教或監督勞動）所進行的推算。尹曙生未說明數據來源，筆者推測，他可能是把全部勞教人

數當作了右派勞教人數。事實上，雖然毛澤東說要把右派都送去勞教，但勞教實際只是處理右

派的辦法之一。據 1959 年《內部參考》上的一篇報導，截止當年，全國揭發出右派分子 46.4
萬人，其中被判勞教者為 5.4 萬人，只佔 11.15%，其他的處置方式包括：1.2 萬人被逮捕，19.7
萬人被留在機關、學校、工廠、企業內部監督改造，6.8 萬人被下放勞動，6.0 萬人在社會上接

受監督改造，3,2 萬人屬於自殺、逃跑或無職業的右派頭面人物，情況不明者 4.0 萬人（〈目前

全國右派分子的改造情況〉，《內部參考》，1959 年 9 月 23 日）。若依此計算，在 1959 年，

右派人員大約只佔勞教人員的八分之一（當年全國勞教總人數是 43.5 萬，見表 3）。該數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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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公安部門主導下的打擊刑事犯罪運動及 1958 年的「安全運動」，大

批罪行不大的盜竊犯、詐騙犯、流氓、妓女、遊民乞丐、無照攤販、拒絕勞動

與破壞紀律者、無理取鬧與妨礙公務者被送去勞教，其數量可能還要超過右

派。此後，送入的右派數量減少，這類有輕微犯罪行為或在單位中不守工作紀

律者仍被源源不斷地送來，造成右派人員佔勞教人員的比例持續下降。當然，

除右派外，其他歷次政治運動中清理出的「問題人員」也有很多被送去勞教，

但公安部門在日常社會治安管理中批送的勞教案件幾乎無日、無地不有，持續

時間更長、波及面更廣。故長期來看，因政治問題而被勞教者所佔比例是不斷

下降的，而由治安管道送入的人員佔比則持續上升（見表 5）。 

表 5 江西、湖南、遼寧三省勞教人員構成變化 

 
明確因政治原因被送勞教者佔比（%） 從治安管道被送勞教者佔比（%） 

江西 湖南 遼寧 江西 湖南 遼寧 

1957 82.9 94.0 15.5 14.2  5.2 67.2 
1958 54.7 40.5 50.5 38.5 54.2 49.5 
1959 45.6 44.3 48.3 38.2 50.8 48.4 
1960 32.9 39.3 42.7 50.6 55.4 57.1 
1961 37.0 32.3 41.0 51.2 54.8 55.0 
1962 29.2 16.3 22.9 57.3 76.3 70.5 
1963 26.9 12.1 12.7 59.9 76.1 82.8 
1964 23.9 11.8 9.9 65.6 77.6 82.9 
1965 19.5 10.0 12.6 80.5 89.3 86.6 
1966 18.9  7.1 14.8 81.1 90.4 85.2 

說明： 因政治原因被送勞教者包括反革命、右派、反動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從治安管道被送

勞教者包括流氓、盜竊、詐騙、尋釁滋事、破壞公共秩序、妨害公務等。除上述兩類外，各省

尚有「其他」類的勞教人員。結合相關材料，「其他」項下也多為從治安管道被送勞教者。 

資料來源：江西省公安志編委會編，《江西省公安志》，頁59。湖南省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

政法志‧司法行政》，頁658-659。遼寧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主編，《遼寧省志‧司法行

政志》，頁439。 

                                                                                                                                                         
能也不準確，但至少提醒我們：接受勞教的右派數量、右派在勞教者中所佔比例可能比我們以

往想像得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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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治勞教並非濫用問題出現最多的一塊。對右派分子及內部反革命

的勞教，各地黨政領導尚比較重視，故在程序上還相對嚴密；而其他類型的勞

教案件重要性小又數量龐大，受黨政領導重視程度低，很多是由基層部門隨意

決定的，其實這才是問題出現最多的一部分—比如 1961 年 5 月新疆公安廳

對全自治區勞教人員的清理結果表明，錯被勞教的人中有近 70%是由縣和街

道、派出所批送的。70總之，打擊右派並非勞教擴大化的唯一原因，公安部門

在治安上的大躍進於其中扮演了同樣重要的角色。 

需補充說明的是：以上討論集中於正式的勞教制度，在大躍進期間，除正

式勞教外，還出現了大量縣以下社（合作社、公社）、隊（生產隊）辦的「土

勞教」（亦稱「社辦勞教」或「民辦勞教」）。71其在管理方式上和正式勞教

有較大區別，一般是在社內用群眾大會的方式確定勞教名單，報黨政領導批

准、在縣備案後即可實施勞教。「土勞教」不送入專門的勞教場所，而是留在

本社進行強制勞動。72「土勞教」的出現與當時農村獨特的治理形態密不可分，

需放在與正式勞教不同的體系內進行討論，其對之後的勞教制度影響不大，故

本文不再展開說明。 

五、大躍進結束後的「勞教整頓」 

大躍進期間勞教的「過度使用」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早在 1958 年底，

公安部即已嘗試對「勞教熱」進行整頓：1958 年 11 月初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

中共中央開始試圖糾「左」。73受此影響，公安部要求「對破案和勞動教養要

                                                           
70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通志‧司法行政志》，頁 227。 
71  李若建，〈風起於青萍之末：「大躍進」時期的勞動教養與管制初探〉，《開放時代》，2013

年第 2 期，頁 146。 
72  法律系勞動教養專題研究小組，〈勞動教養的發展趨勢—民辦勞動教養〉，《北京大學學報

（人文科學版）》，1958 年第 4 期，頁 132-137。河南省商邱專署公安處通訊組，〈社辦勞動

教養〉，《人民公安》，1958 年第 14 期，頁 7-8。 
73  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四卷‧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 364-370。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02 期 

 -110- 

年下半年公安部門主導下的打擊刑事犯罪運動及 1958 年的「安全運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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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者仍被源源不斷地送來，造成右派人員佔勞教人員的比例持續下降。當然，

除右派外，其他歷次政治運動中清理出的「問題人員」也有很多被送去勞教，

但公安部門在日常社會治安管理中批送的勞教案件幾乎無日、無地不有，持續

時間更長、波及面更廣。故長期來看，因政治問題而被勞教者所佔比例是不斷

下降的，而由治安管道送入的人員佔比則持續上升（見表 5）。 

表 5 江西、湖南、遼寧三省勞教人員構成變化 

 
明確因政治原因被送勞教者佔比（%） 從治安管道被送勞教者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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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82.9 94.0 15.5 14.2  5.2 67.2 
1958 54.7 40.5 50.5 38.5 54.2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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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32.9 39.3 42.7 50.6 55.4 57.1 
1961 37.0 32.3 41.0 51.2 54.8 55.0 
1962 29.2 16.3 22.9 57.3 76.3 70.5 
1963 26.9 12.1 12.7 59.9 76.1 82.8 
1964 23.9 11.8 9.9 65.6 77.6 82.9 
1965 19.5 10.0 12.6 80.5 89.3 86.6 
1966 18.9  7.1 14.8 81.1 90.4 85.2 

說明： 因政治原因被送勞教者包括反革命、右派、反動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從治安管道被送

勞教者包括流氓、盜竊、詐騙、尋釁滋事、破壞公共秩序、妨害公務等。除上述兩類外，各省

尚有「其他」類的勞教人員。結合相關材料，「其他」項下也多為從治安管道被送勞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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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治勞教並非濫用問題出現最多的一塊。對右派分子及內部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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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件重要性小又數量龐大，受黨政領導重視程度低，很多是由基層部門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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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自治區勞教人員的清理結果表明，錯被勞教的人中有近 70%是由縣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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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教」（亦稱「社辦勞教」或「民辦勞教」）。71其在管理方式上和正式勞教

有較大區別，一般是在社內用群眾大會的方式確定勞教名單，報黨政領導批

准、在縣備案後即可實施勞教。「土勞教」不送入專門的勞教場所，而是留在

本社進行強制勞動。72「土勞教」的出現與當時農村獨特的治理形態密不可分，

需放在與正式勞教不同的體系內進行討論，其對之後的勞教制度影響不大，故

本文不再展開說明。 

五、大躍進結束後的「勞教整頓」 

大躍進期間勞教的「過度使用」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早在 1958 年底，

公安部即已嘗試對「勞教熱」進行整頓：1958 年 11 月初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

中共中央開始試圖糾「左」。73受此影響，公安部要求「對破案和勞動教養要

                                                           
70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通志‧司法行政志》，頁 227。 
71  李若建，〈風起於青萍之末：「大躍進」時期的勞動教養與管制初探〉，《開放時代》，2013

年第 2 期，頁 146。 
72  法律系勞動教養專題研究小組，〈勞動教養的發展趨勢—民辦勞動教養〉，《北京大學學報

（人文科學版）》，1958 年第 4 期，頁 132-137。河南省商邱專署公安處通訊組，〈社辦勞動

教養〉，《人民公安》，1958 年第 14 期，頁 7-8。 
73  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四卷‧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 36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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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一下，防止偏向」。741958 年 12 月 4 日，毛澤東又親自指示捕人、殺人

和管制要少，由此公安部進一步加強了向下傳達的力度，要求各地防止錯收、

在縣以下儘量不辦勞教、應把勞教和勞改區分開。75但由於大躍進的整體方針

仍在執行，從公安部到地方部門都怕「潑冷水」，所以整頓勞教只限於口頭號

召，並未採取剛性措施。而 1959 年 8 月廬山會議結束後，政治形勢再度逆轉，

公安部重新要求政策上從「緊」，76這一輪整頓便不了了之。 

1960 年 3 月下旬，中共中央又開始調整農村政策，並展開了一輪以貪汙、

浪費、官僚主義為打擊目標的「三反運動」。受此影響，公安部門和各地黨委

開始糾正基層幹警的違法亂紀行為，勞教中存在的問題也成為整頓事項之

一。77而到 1960 年 10 月下旬，中共中央終於決定要糾正大躍進的錯誤，在此

促動下，公安部正式改變了「緊」的方針，開始全力開展整頓工作。78勞教的

大整頓也由此正式拉開了序幕，特別是在 1961 年 2、3 月間召開的第十一次全

國公安會議上，勞教整頓被當作重要事項、列為會議文件〈關於當前公安工作

十個具體政策問題的補充規定〉的第一條。79此後，從 1960 年下半年已零零

星星開始的調整終於匯聚成一個全國性的勞教整頓運動，各地基本都採取了較

有力的落實措施（各地方志幾乎都把〈關於當前公安工作十個具體政策問題的

補充規定〉的下發作為清理大躍進時期勞教亂象的標誌）。這樣，從數字來看，

                                                           
74  〈人民公社化後政法工作應注意的一些問題〉（1958 年 11 月 14 日），《人民公安》，1958

年第 21 期，頁 1-5。 
75  綜合參考〈公安部轉發公安部十一局關於全國勞動教養工作現場座談會的情況報告〉（1959 年

3 月 13 日），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頁

309-314；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

頁 300；劉復之，《劉復之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頁 185、187。 
76  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頁 304-306。 
77  1960 年 9 月，公安部召開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會上提出要避免違法亂紀和變相捕人，重申縣

一級不准辦勞教和集訓隊。見本書編寫組編，《建國以來公安工作大事要覽》（北京：群眾出

版社，2003），頁 201。一些省分也有類似措施，如 1960 年 8 月，江西省委下發通知，要求此

後罪犯和勞教人員一律送省執行，行署、縣一律不搞勞改與勞教。見江西省公安廳編，《江西

省公安史輯要（1949-1992）》（出版資訊不詳，1994），頁 59。 
78  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頁 440。 
79  〈關於當前公安工作十個具體政策問題的補充規定〉，《人民公安》，1961 年第 4 期，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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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重新要求政策上從「緊」，76這一輪整頓便不了了之。 

1960 年 3 月下旬，中共中央又開始調整農村政策，並展開了一輪以貪汙、

浪費、官僚主義為打擊目標的「三反運動」。受此影響，公安部門和各地黨委

開始糾正基層幹警的違法亂紀行為，勞教中存在的問題也成為整頓事項之

一。77而到 1960 年 10 月下旬，中共中央終於決定要糾正大躍進的錯誤，在此

促動下，公安部正式改變了「緊」的方針，開始全力開展整頓工作。78勞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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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規定〉的下發作為清理大躍進時期勞教亂象的標誌）。這樣，從數字來看，

                                                           
74  〈人民公社化後政法工作應注意的一些問題〉（1958 年 11 月 14 日），《人民公安》，1958

年第 21 期，頁 1-5。 
75  綜合參考〈公安部轉發公安部十一局關於全國勞動教養工作現場座談會的情況報告〉（1959 年

3 月 13 日），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頁

309-314；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

頁 300；劉復之，《劉復之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頁 185、187。 
76  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頁 304-306。 
77  1960 年 9 月，公安部召開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會上提出要避免違法亂紀和變相捕人，重申縣

一級不准辦勞教和集訓隊。見本書編寫組編，《建國以來公安工作大事要覽》（北京：群眾出

版社，2003），頁 201。一些省分也有類似措施，如 1960 年 8 月，江西省委下發通知，要求此

後罪犯和勞教人員一律送省執行，行署、縣一律不搞勞改與勞教。見江西省公安廳編，《江西

省公安史輯要（1949-1992）》（出版資訊不詳，1994），頁 59。 
78  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頁 440。 
79  〈關於當前公安工作十個具體政策問題的補充規定〉，《人民公安》，1961 年第 4 期，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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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了，可以不作為錯勞教論」。80而「可勞教可不勞教」者其實佔到錯被勞教

者的最大比例，這部分人不改正，清理錯誤勞教的實際效果也就很有限。如據

新疆公安廳在 1960 年底對芳草湖勞教農場 1,726 名勞教人員的調查，其中錯

被勞教者（多為「可勞教可不勞教」者）有 607 名，比例超過 35%；而在 1961

年 5 月更大範圍的清理中，全區 13,667 名勞教人員裡被確定為錯勞教而得到

釋放者只有 688 名，比例剛超過 5%。81 

對勞教到期人員的清理也未帶來太多實際改變。在 1961 年前，由於未明

確規定勞教期限（只是規定每年解除勞教比例不要太多），82再加上躍進的氛

圍中，各勞教單位擔心減少勞動力，多不願放人，所以解除勞教的比例很低（勞

教人員即使解教，一般也要按照「多留少放」的原則而被「留場就業」），83

以致造成「勞改有期，勞教無期」的說法。1961 年下半年和 1962 年上半年，

情況曾有短暫改變：一方面，公安部確定勞教期限最長為三年，並規定期滿後

一般要解教釋放；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要求改善右派待遇，這樣，一部分勞教

滿三年的人員（主要是右派）得以解教釋放。但這很快遇到了一系列問題：一

是基層部門對政治問題人員的排斥並非幾項政策規定即可改變。基層派出所不

願解教人員居住在本轄區，會故意不給他們解決糧食和戶口問題，而各單位也

很少會給解教人員工作機會，導致解教人員難以在城市立足，一些人只能流浪

街頭。84二是由於有生產壓力，勞教單位一般不願放人，常找出種種名目來擱

置政策。三是 1962 年初，中共中央確定要全力壓縮城市人口，解教人員回城

                                                           
80  〈公安部對「關於執行勞動教養政策的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的批復〉（1962 年 4 月 10

日），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頁 322。 
8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通志‧司法行政志》，頁 227。 
82  〈公安部轉發公安部十一局關於全國勞動教養工作現場座談會的情況報告〉（1959 年 3 月 13

日），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頁 314。至

於國務院〈決定〉中的規定則更為籠統：勞教者如表現良好或原送請勞教的單位、家長、監護

人請求領回的，經勞教機關批准後可另行就業或領回，未起到實際效果。 
83  「留場就業」人員雖然名義上變成了國家職工，但他們仍被強制要求在農場中居住、勞動，與

勞教人員的差別其實並不大。在官方口徑中，他們和勞改犯、勞教分子被統稱為「三類分子」。 
84  徐冰，〈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1962 年 5 月 19 日），收入中共中央統戰部研

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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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與此方針相悖。由於有這種種阻礙，故此「口袋」並沒有真正打開。在

1962 年年中，中共中央決定對解教人員「暫留原地」。85而到 1962 年 7 月後，

隨著重提階級鬥爭、反擊「翻案風」，右派摘帽和勞教解教政策又轉瞬趨嚴。

這樣，真正能離開勞教環境的人其實並不多。 

其次，勞教在審批與管理上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勞教與勞改的區別仍不

明顯。雖然公安部要求對勞教人員單獨建場（至少應單獨編隊）管理，但勞教

場所的管理體制、勞教管理人員的構成並無太大改變，勞教「二勞改」的性

質便也沒有實質性變化。同時，這輪整頓也未能改變公安對勞教審批、勞教

場所管理的壟斷。勞教審批只是一定程度上上收，並未建起一套有分工制約、

程序限制的審批制度。也就是說，這一輪整頓只有政策上的收緊，並無制度上

的完善。 

此外，勞教被壓縮不等於勞教體制也得到了控制。事實上，一些與勞教類

似的制度反隨勞教的被壓縮而越發興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強制勞動」（強

勞）：1960 年下半年，隨著勞教的被整頓，一些地方為應對「困難」局面下

災民外流給城市治安帶來的壓力，開始用強勞補足勞教受制帶來的治安缺口。

特別是到 1961 年下半年，公安部、內務部要求各地開展大規模治安行動、解

決「盲流」（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問題，由此各大城市普遍建起了強勞機

構，86強勞遂成為一項規模不小的制度。87到 1962 年底，公安部下發〈關於當

前公安工作的七個問題的意見〉，正式確認大城市「可以舉辦強制勞動的生產

                                                           
85  〈中央統戰部關於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向中央的報告〉（1962 年 5 月 28 日），收入中共中央統

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會議概況和文獻》，頁 415。 
86  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志‧政法卷‧監獄‧勞教志》，頁 370。遼寧省地方志編

纂委員會辦公室主編，《遼寧省志‧司法行政志》，頁 415、416。江蘇省第二十二勞改支隊志

編輯室編，《江蘇省第二十二勞改支隊志》（出版資訊不詳，1990），頁 148。天津市公安局

史志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天津公安大事記（1949-1986）》，頁 187、188。 
87  強勞的準確規模不易統計，但應該是比較大的，有兩組數據：一、1962 年天津全市收容強勞人

員 1,413 名，而天津當年新收犯人只有 655 人（天津市公安局史志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天

津公安大事記（1949-1986）》，頁 188；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勞改勞教

志》，頁 258）。二、1957 到 1976 年，遼寧省共建立勞教場所 54 個，而 1960 到 1976 年共建

強勞隊 20 個，最大的強勞隊收容規模可達近 5,000 人（遼寧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主編，

《遼寧省志‧司法行政志》，頁 400、42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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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了，可以不作為錯勞教論」。80而「可勞教可不勞教」者其實佔到錯被勞教

者的最大比例，這部分人不改正，清理錯誤勞教的實際效果也就很有限。如據

新疆公安廳在 1960 年底對芳草湖勞教農場 1,726 名勞教人員的調查，其中錯

被勞教者（多為「可勞教可不勞教」者）有 607 名，比例超過 35%；而在 1961

年 5 月更大範圍的清理中，全區 13,667 名勞教人員裡被確定為錯勞教而得到

釋放者只有 688 名，比例剛超過 5%。81 

對勞教到期人員的清理也未帶來太多實際改變。在 1961 年前，由於未明

確規定勞教期限（只是規定每年解除勞教比例不要太多），82再加上躍進的氛

圍中，各勞教單位擔心減少勞動力，多不願放人，所以解除勞教的比例很低（勞

教人員即使解教，一般也要按照「多留少放」的原則而被「留場就業」），83

以致造成「勞改有期，勞教無期」的說法。1961 年下半年和 1962 年上半年，

情況曾有短暫改變：一方面，公安部確定勞教期限最長為三年，並規定期滿後

一般要解教釋放；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要求改善右派待遇，這樣，一部分勞教

滿三年的人員（主要是右派）得以解教釋放。但這很快遇到了一系列問題：一

是基層部門對政治問題人員的排斥並非幾項政策規定即可改變。基層派出所不

願解教人員居住在本轄區，會故意不給他們解決糧食和戶口問題，而各單位也

很少會給解教人員工作機會，導致解教人員難以在城市立足，一些人只能流浪

街頭。84二是由於有生產壓力，勞教單位一般不願放人，常找出種種名目來擱

置政策。三是 1962 年初，中共中央確定要全力壓縮城市人口，解教人員回城

                                                           
80  〈公安部對「關於執行勞動教養政策的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的批復〉（1962 年 4 月 10

日），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頁 322。 
8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通志‧司法行政志》，頁 227。 
82  〈公安部轉發公安部十一局關於全國勞動教養工作現場座談會的情況報告〉（1959 年 3 月 13

日），收入司法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行政歷史文件彙編（1950-1985）》，頁 314。至

於國務院〈決定〉中的規定則更為籠統：勞教者如表現良好或原送請勞教的單位、家長、監護

人請求領回的，經勞教機關批准後可另行就業或領回，未起到實際效果。 
83  「留場就業」人員雖然名義上變成了國家職工，但他們仍被強制要求在農場中居住、勞動，與

勞教人員的差別其實並不大。在官方口徑中，他們和勞改犯、勞教分子被統稱為「三類分子」。 
84  徐冰，〈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1962 年 5 月 19 日），收入中共中央統戰部研

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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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與此方針相悖。由於有這種種阻礙，故此「口袋」並沒有真正打開。在

1962 年年中，中共中央決定對解教人員「暫留原地」。85而到 1962 年 7 月後，

隨著重提階級鬥爭、反擊「翻案風」，右派摘帽和勞教解教政策又轉瞬趨嚴。

這樣，真正能離開勞教環境的人其實並不多。 

其次，勞教在審批與管理上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勞教與勞改的區別仍不

明顯。雖然公安部要求對勞教人員單獨建場（至少應單獨編隊）管理，但勞教

場所的管理體制、勞教管理人員的構成並無太大改變，勞教「二勞改」的性

質便也沒有實質性變化。同時，這輪整頓也未能改變公安對勞教審批、勞教

場所管理的壟斷。勞教審批只是一定程度上上收，並未建起一套有分工制約、

程序限制的審批制度。也就是說，這一輪整頓只有政策上的收緊，並無制度上

的完善。 

此外，勞教被壓縮不等於勞教體制也得到了控制。事實上，一些與勞教類

似的制度反隨勞教的被壓縮而越發興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強制勞動」（強

勞）：1960 年下半年，隨著勞教的被整頓，一些地方為應對「困難」局面下

災民外流給城市治安帶來的壓力，開始用強勞補足勞教受制帶來的治安缺口。

特別是到 1961 年下半年，公安部、內務部要求各地開展大規模治安行動、解

決「盲流」（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問題，由此各大城市普遍建起了強勞機

構，86強勞遂成為一項規模不小的制度。87到 1962 年底，公安部下發〈關於當

前公安工作的七個問題的意見〉，正式確認大城市「可以舉辦強制勞動的生產

                                                           
85  〈中央統戰部關於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向中央的報告〉（1962 年 5 月 28 日），收入中共中央統

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會議概況和文獻》，頁 415。 
86  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志‧政法卷‧監獄‧勞教志》，頁 370。遼寧省地方志編

纂委員會辦公室主編，《遼寧省志‧司法行政志》，頁 415、416。江蘇省第二十二勞改支隊志

編輯室編，《江蘇省第二十二勞改支隊志》（出版資訊不詳，1990），頁 148。天津市公安局

史志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天津公安大事記（1949-1986）》，頁 187、188。 
87  強勞的準確規模不易統計，但應該是比較大的，有兩組數據：一、1962 年天津全市收容強勞人

員 1,413 名，而天津當年新收犯人只有 655 人（天津市公安局史志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天

津公安大事記（1949-1986）》，頁 188；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勞改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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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志‧司法行政志》，頁 400、42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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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88在此後的幾年中，我們可反覆看到一個現象：當對勞教的限制趨嚴

時，強勞便被加強。如據《天津公安大事記》的記載，1964 年 3 月，天津市

公安局依中央指示進一步著力嚴控勞教；但到 1964 年 9 月，為確保國慶安全，

公安局又規定：對長期流浪人員中有輕微犯罪行為、但不夠判刑勞教者，可實

施強勞。89此外，強勞被定義為「是減少違法犯罪的積極措施，是教育改造和

安置就業的性質，帶有強制性，但不是懲罰手段，與勞動教養不同。」90但與

勞教變成「二勞改」類似，強勞在管理方式上也日漸變得與勞教沒有區別。從

相關材料來看，它與勞教的不同只在於：第一，時限稍短，一般是三個月學習

期，半年考察期，但也規定考察期滿後要留場就業；第二，它一般不歸屬省公

安廳下屬的勞改分局，而是由各市公安局的治安處直接管理，是一種更純粹的

治安手段；第三，強勞比勞教的收容面更廣。這樣，強勞實際是把勞教制度收

容對象泛化的特點及治安化的趨勢更推進了一步。除強勞外，當時還存在收容

審查91等一批類勞教制度，因此總體來看，勞教者數量雖減，但勞教類制度下

的管制人數其實減少有限。 

由上可見，大躍進結束後關於勞教的政策調整，只是成功限制了勞教的總

體規模，但並沒能觸動已有的體制結構：仍然缺少有力的制度監督，司法程序

依然不受重視，仍然不斷有新的運動促使公安部門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來「打

掃屋子」，公安部門的強勢依然未曾動搖。這樣，基層勞教執行者的行動邏輯

並無根本改變，在實踐中，他們便往往會換一名目，繞開政策限制，繼續按自

己的便宜來行事，大躍進中形成的勞教運作模式也就一直延續了下來。而若把

                                                           
88  公安部轉批辦公廳，〈關於當前公安工作的七個問題的意見〉（1962 年 11 月 13 日），收入最

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27。 
89  天津市公安局史志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天津公安大事記（1949-1986）》，頁 207、211。 
90  公安部三局，〈關於加強城市社會治安管理工作的報告〉（1963 年 9 月 13 日），收入最高人

民檢察院監所檢查廳編，《勞動教養勞教檢察法規資料類編》，頁 25。 
91  關於收審的情況可參見崔敏，〈收容審查的歷史、現狀與思路〉，《公安大學學報》，1993 年

第 1 期，頁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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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拉長，我們會看到這種偏離政策設計—整頓—再度偏離的現象在之後

的勞教史中不斷重演，於此已有不少研究，這裡即不再詳述。92 

六、結 語 

上面我們大致釐清了勞教的出現與定型過程，從中可以看到，是偶然事件

的觸發、特定政治氛圍的發酵、基層部門的需要以及人事方面的交叉等種種因

素的共同作用，讓勞教這個最初為解決失業、被開除人員流落街頭問題而設立

的制度變成一項處置「政治問題人員」的重要手段，並最終成為一種游離於刑

罰和行政處分之間、影響中國社會近六十年的制度。而勞教的核心制度特徵實

際形成於大躍進時期，在「大幹快上」的政治氛圍及固有體制結構的共同作用

下，國務院及中央相關部門對勞教原有的種種設計（如設勞教委員會、要求民

政與公安部門共同辦理勞教、強調勞教不同於勞改）在實踐中逐漸被虛化，勞

教成為公安部門完全控制下、無需正規審判程序的「二勞改」。 

很多人在討論勞教的產生時，只注意到它和肅反、反右的關係，關注到它

被用來處理「反革命分子」、「右派人員」，實際上，它的出現還有另一個重

要促因—公安部門希望繞開法律程序、獲得更有效的社會管制手段，而勞教

正符合這一需要。公安部門加強社會管制力的需求一直深深影響著勞教運作，

長期來看，其對勞教的制度特徵影響之大，或許還要超過各大政治運動。在某

種程度上，勞教承載了 1949 年後中國大陸社會管理中的一些結構性需要。面

對頑強的體制結構、執行幹部的行為習慣，即使是中共高層自上而下地整頓也

難以真正改變勞教的實際運作模式。正因為此點，遲至 2013 年，勞教才被正

式廢除。當然，政治運動及毛澤東時代政治化的整體氛圍也在勞教的形成與演

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勞教制度的大規模推廣離不開反右運動的發生；其後來

                                                           
92  儲槐植等編，《理性與秩序：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頁 10；Kam C. Wong（黃錦就）, “Police 

Powers and Contro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History of Shoushen,”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Vol. 10, No. 2 (Fall 1996), pp. 36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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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88在此後的幾年中，我們可反覆看到一個現象：當對勞教的限制趨嚴

時，強勞便被加強。如據《天津公安大事記》的記載，1964 年 3 月，天津市

公安局依中央指示進一步著力嚴控勞教；但到 1964 年 9 月，為確保國慶安全，

公安局又規定：對長期流浪人員中有輕微犯罪行為、但不夠判刑勞教者，可實

施強勞。89此外，強勞被定義為「是減少違法犯罪的積極措施，是教育改造和

安置就業的性質，帶有強制性，但不是懲罰手段，與勞動教養不同。」90但與

勞教變成「二勞改」類似，強勞在管理方式上也日漸變得與勞教沒有區別。從

相關材料來看，它與勞教的不同只在於：第一，時限稍短，一般是三個月學習

期，半年考察期，但也規定考察期滿後要留場就業；第二，它一般不歸屬省公

安廳下屬的勞改分局，而是由各市公安局的治安處直接管理，是一種更純粹的

治安手段；第三，強勞比勞教的收容面更廣。這樣，強勞實際是把勞教制度收

容對象泛化的特點及治安化的趨勢更推進了一步。除強勞外，當時還存在收容

審查91等一批類勞教制度，因此總體來看，勞教者數量雖減，但勞教類制度下

的管制人數其實減少有限。 

由上可見，大躍進結束後關於勞教的政策調整，只是成功限制了勞教的總

體規模，但並沒能觸動已有的體制結構：仍然缺少有力的制度監督，司法程序

依然不受重視，仍然不斷有新的運動促使公安部門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來「打

掃屋子」，公安部門的強勢依然未曾動搖。這樣，基層勞教執行者的行動邏輯

並無根本改變，在實踐中，他們便往往會換一名目，繞開政策限制，繼續按自

己的便宜來行事，大躍進中形成的勞教運作模式也就一直延續了下來。而若把

                                                           
88  公安部轉批辦公廳，〈關於當前公安工作的七個問題的意見〉（1962 年 11 月 13 日），收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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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儲槐植等編，《理性與秩序：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頁 10；Kam C. Wong（黃錦就）, “Police 

Powers and Contro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History of Shoushen,”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Vol. 10, No. 2 (Fall 1996), pp. 36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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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種變化，亦都和反右、大躍進密切相關。可以說，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導向

與基層執行者的行為習慣共同塑造了勞教。 

由此，我們可得到下面三條引申結論：第一，在 1949 年後的中國大陸，

政治運動及領導人意志對制度的影響無疑很大，但其影響方式並非如我們慣常

以為的那樣簡單直接、目標明確。以勞教而言，它的出現並非如很多人認為的

那樣，是為肅反運動「量身定制」的。在肅反正式開展前，勞教已在籌劃中，

毛澤東、陸定一在制定肅反計畫之初，也並未想到用勞教來處理肅反中清理出

的「問題人員」。但因羅瑞卿的關係，它被「順勢」引入了肅反運動中，又因

反右運動的發生而意外獲得了大力推廣的機會，從而帶上了政治運動的深深烙

印。由此來看，政治對制度的影響不一定是預先設定好的。 

第二，勞教在反右前的推動乏力及反右後的順利推行，說明毛澤東時代各

項制度的形成確實很難離開政治運動的推動。這是因為常規制度運作常常受制

於資源的分散、部門間的政令阻隔，故此，想要推動某項制度的中央部門往往

得借助大的運動，才能把各地黨政領導調動起來，從而跨過各種制度、資源障

礙，把一項政策真正推行下去。 

第三，雖然 1949 年後，中國大陸官僚體制的政策貫徹能力總體上要超過

歷史上任何時期，但制度執行與政策設計間仍會存在顯著差別：一方面，由於

領導精力有限以及「中心任務」為先的治理習慣，對一般工作，高層領導很少

會直接關注其運作情況，一般只是在該制度出現嚴重問題時才會介入；在多數

情況下，制度運作其實是脫離上級領導視線的，其受基層幹部行為習慣的影響

程度或許更大。以勞教而論，它的很多制度特徵實際並非出自頂層的明確設

計，而是在制度實踐中逐漸成型的。另一方面，雖在短期內，自上而下的高強

度政策調整能迅速改變制度的外觀，但這種調整很難改變體制結構，也就無法

真正改變基層幹部的行為習慣，長期來看，短期政策調整多會被虛化，制度運

作仍將向順應基層幹部行為習慣的方向回歸。勞教經多次整頓都未能真正改變

其大躍進時期形成的制度特徵，正鮮明地體現了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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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種變化，亦都和反右、大躍進密切相關。可以說，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導向

與基層執行者的行為習慣共同塑造了勞教。 

由此，我們可得到下面三條引申結論：第一，在 1949 年後的中國大陸，

政治運動及領導人意志對制度的影響無疑很大，但其影響方式並非如我們慣常

以為的那樣簡單直接、目標明確。以勞教而言，它的出現並非如很多人認為的

那樣，是為肅反運動「量身定制」的。在肅反正式開展前，勞教已在籌劃中，

毛澤東、陸定一在制定肅反計畫之初，也並未想到用勞教來處理肅反中清理出

的「問題人員」。但因羅瑞卿的關係，它被「順勢」引入了肅反運動中，又因

反右運動的發生而意外獲得了大力推廣的機會，從而帶上了政治運動的深深烙

印。由此來看，政治對制度的影響不一定是預先設定好的。 

第二，勞教在反右前的推動乏力及反右後的順利推行，說明毛澤東時代各

項制度的形成確實很難離開政治運動的推動。這是因為常規制度運作常常受制

於資源的分散、部門間的政令阻隔，故此，想要推動某項制度的中央部門往往

得借助大的運動，才能把各地黨政領導調動起來，從而跨過各種制度、資源障

礙，把一項政策真正推行下去。 

第三，雖然 1949 年後，中國大陸官僚體制的政策貫徹能力總體上要超過

歷史上任何時期，但制度執行與政策設計間仍會存在顯著差別：一方面，由於

領導精力有限以及「中心任務」為先的治理習慣，對一般工作，高層領導很少

會直接關注其運作情況，一般只是在該制度出現嚴重問題時才會介入；在多數

情況下，制度運作其實是脫離上級領導視線的，其受基層幹部行為習慣的影響

程度或許更大。以勞教而論，它的很多制度特徵實際並非出自頂層的明確設

計，而是在制度實踐中逐漸成型的。另一方面，雖在短期內，自上而下的高強

度政策調整能迅速改變制度的外觀，但這種調整很難改變體制結構，也就無法

真正改變基層幹部的行為習慣，長期來看，短期政策調整多會被虛化，制度運

作仍將向順應基層幹部行為習慣的方向回歸。勞教經多次整頓都未能真正改變

其大躍進時期形成的制度特徵，正鮮明地體現了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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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studi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system 
simply mention that it first appeared in 1955 and became a formal system 
during the 1957 Anti-Rightist period.  But this interpretation is based only 
on a brief overview of a small number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documents and does not rest on any real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was not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political purges, but was actually a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employed public staff.  Only due to personnel changes did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become a means to purge “internal bad element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moderate political climate in mid-1956,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education was almost shelved.  Then in 1957, with the impetus of the 
Anti-Right movement, this system was finally promoted in a major way.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quickly departed from its original design and became a “second labor 
reform” without formal trial procedure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that we are familiar with were thus formed.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makes a further analysis of how politics affected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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